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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改革开放40年与城乡规划发展

[编者按]2018 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国的城镇化与城乡规划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在社会、经济与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全面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城乡规划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入总结城乡规划发展
实践经验与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改革开放 40 年与城乡规划发展”为主题，组织文章，重点对城
乡规划国际化发展、空间型规划法制变迁、规划教育演变、村镇规划与建设变化等展开探讨，梳理出我国城乡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 
方式与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展望，希望能对今后我国城乡规划的协调、稳定发展有所裨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的国际化发展研究
□　王兴平，陈　骁，赵四东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是中国城镇化和城乡建设飞速发展的 40 年，中国城乡规划延续中国传统规划文化的特色基因和立
足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现代基础，兼容并蓄地多元吸收、广泛借鉴和利用当代国际先进理论、技术与人才，在服务中国城乡
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目前在全球最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实践性的国际化城乡规划体系，为走向
世界、服务全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章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史料和事件，通过对 40 年来中国城乡规划国际化
进程的系统分析，勾画出了其总体路径、阶段特征，并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进而对新
时代中国城乡规划全球化发展的方向、方式、路径进行了展望和提出建议。
[关键词] 城乡规划；中国；改革开放；国际交流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10-0005-08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 王兴平，陈骁，赵四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的国际化发展研究 [J]．规划师，2018(10)：5-12．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Wang Xingping, Chen Xiao, Zhao Sidong
[Abstract] The past four decad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 rural constructi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ubject has advanced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founda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era. Learning from glob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ubject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nclusive, diverse and pragmatical discipline with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reviews relevant studies and events, outlines 
the overall path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and concludes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planning knowledge. Finally, it looks forwards to the direction, mode and path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urban & rur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up,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近代以来，中国专业化、职业化的城乡规划发展
史就是一部城乡规划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发展史，除了
文革期间的短暂中断之外，大致可以分为 3 个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下被动西
化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时期全
面接收和学习苏联规划体系的阶段及改革开放之后主
动全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阶段，目前正在由单纯地
吸收、引进走向输出、融入甚至局部引领国际规划体

系发展的新阶段。
学术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相

关研究，或多或少均关注了中外城乡规划的交流和国
际化发展问题。于海漪等人系统梳理了近现代以来中
国城市规划学习外国经验和构建本土体系的历程，并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划从只向苏联学习变为全
面向国外 ( 主要是西方，包括日本 ) 学习的模式进行
了分析 [1]；徐巨洲先生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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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划体系、引
进其规划理念和理论、法规和技术、人
才和设计队伍等，并逐步结合国家对外
合作的需要、对第三世界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规划援助与技术输出。目
前，随着中国城乡规划实践发展和相应
的规划理论、技术创新，以及规划教育
的国际化等，中国城乡规划已经由“引
进来”为主逐步走上“引进来”与“走
出去”并举的新阶段，中国城乡规划“走
出去”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中国城乡
规划的声音在国际规划舞台也越来越洪
亮、有力和受到关注。

总体来看，40 年来中国城乡规划
的国际化发展是西方引进、本土创新、
对外输出 3 个方面综合发展和相互作用
的结果，推动规划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方
式和途径有学术研究与交流、技术与项
目合作、规划教育等。40 年来中国城
乡规划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成果体现在规
划理论、规划技术、规划实践和规划人
才等方面。综合来看，40 年来，在规
划理论和技术领域，西方引进、本土创
新、对外输出 3 个方面呈现出金字塔的
结构 ( 图 1)，西方引进占据主导地位，
也是理论和技术发展的主流模式；而在
规划实践和人才领域，西方引进、本土
创新、对外输出和中西合作 4 个方面则
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锥—梯”模式(图2)，
其所呈现的“西方引进、本土创新、中
西合作”三维并进的梯形模式，和目前
较少数量和范围的对外规划实践与人才
输出的“尖锥形”相互结合。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城乡规划国际化的实践进程，笔
者根据邹德慈先生的《新中国城市规划
发展史研究：总报告及大事记》有关信
息，对 1978 年以来城乡规划领域国际
交流的有关事件进行了分类统计(图3，
图 4)。可以看出，国际交流的频繁化、
多元化是我国城乡规划 40 年的重要特
点，而且国际交流的高峰期与我国城市
规划编制、国家发展战略变革的周期具

规划思想进行过研究，认为这个时期在
城市规划学术上最大的突破，是对引进
外来学术思想的突破，特别是重视和引
进西方城市的规划经验 [2]；邹德慈先生
领衔对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发展进行了系
统研究，并关注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
规划的国际化问题 [3]；吴志强等人在国
内最早专门关注和研究了境外设计机构
在华开展规划设计业务的情况 [4]；苏运
升等人对中国城乡规划在海外的发展进
行梳理和总结 [5]；张京祥等人在系统梳
理中国当代城市规划思潮时对改革开放
以来城市规划的国际化进行研究 [6]；王
兴平等人在研究中国近现代产业空间规
划设计史时专门对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空
间规划领域的国际化问题进行研究 [7]，
并对开发区 30 年来的规划发展进行专题
研究 [8] 等。这些研究为系统梳理改革开

放 40 年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国际化发展的
宏伟历程提供了基础。本文延续学术界
相关研究，进一步梳理、汇集和整合相
关史料与学术成果等，力图整体勾画出
中国近 40 年城乡规划国际化发展的脉
络、特征、动向和趋势。

1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乡规划国际

化发展的4个阶段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
是中国城乡规划国际化发展最快速、
最系统的 40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局部吸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规划体
系、1949 ～ 1978 年全面学习苏联规划
体系和结合本土进行构建的基础上，中
国城乡规划结合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格
局和内在要求，开始全面借鉴和吸收欧

图 1 规划理论与技术国际化的金字塔模式 图 2 规划实践和人才的“梯—锥”模型

图 3 1978 年以来西方学者来华从事城乡规划相关工作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依据邹德慈《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总报告及大事记》整理。

图 4 1978 年以来中国学者出国从事城乡规划相关工作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依据邹德慈《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总报告及大事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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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致性。
中国城市规划的国际化发展过程具

有阶段性特征，也是城市规划整体发展
阶段性的一个侧面。对于中国城市规划
总体发展阶段的研究，学术界有不同的
切入点、侧重点和划分方案 [9]。本文参
考邹德慈先生的研究 [3]，并以 40 年来
中国城乡规划国际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
关键目标变化为主线分为 4 个阶段，各
阶段的具体特征如下：

1.1西方规划思想局部引入中国阶段

(1978～1989年)

以 1978 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
议为起点，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城市规
划事业迈开了崭新步伐，相对应地，城
市规划领域的对外开放也逐渐起步，规
划业界与学界开始通过对西方学术著作
的翻译和传播、西方技术和学术信息的
引介、中外专业人员双向学术交流和部
分西方专家参与规划咨询 [10] 等方式，接
触、学习和引入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的
规划思想。这一时期，国家重新确立了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城市
发展与规划领域相应地掀起了“现代化
城市”和“城市现代化”的讨论、研究
并进行对应的规划设计 [11]，西方国家的
城市发展与规划思想借助现代化思潮进
一步渗透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规划。在
规划实践领域，开始大胆借鉴西方的规
划思想和模式，如 1980 年启动的深圳
特区总体规划就吸收了当时国际先进城
市和中国香港的一些先进城市规划设计
理念 [12]。这一阶段也有局部的学术和技
术输出，如吴良镛先生等老一代学者重
新走出国门讲学交流、中国对第三世界
国家延续规划援助基础上的对外规划服
务，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清华大学
在利比亚、同济大学在阿尔及利亚、南
京大学在非洲等均承接过一些规划服务
项目等。此外，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外
国设计机构来华从业已经受到关注，为
此 1986 年 7 月 1 日，国家计委和对外

经贸部发布了《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
的暂行规定》，首次明确了外国设计机
构来华开展设计业务的有关管理要求[13]。

1.2西方规划理论系统引入中国阶段

(1990～1998年)

这一时期，地理学、经济学等城市
规划相关学科系统引入西方区域与城市
理论，如区位论和人文地理学、计量地
理学和区域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交
通科学和土地科学、管理学相关理论等。
这些理论的引入，主要通过学术翻译、
学术研究和高等院校教学、学术会议交
流、邀请海外学者来华讲座讲学 ( 包括
一批在海外任教、熟悉中外双方的华人
学者 ) 等方式开展，对于丰富中国城市
规划理论体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下的城市规划原理发挥了重要支撑及参
考作用。此外，在发展层面，这一阶段“国
际性城市”“城市国际化”等成为许多
城市规划和发展战略确定的新目标 [14]，
也带动了西方相关规划理论、思想在中
国的全面引入和传播等。这一阶段，西
方国家的设计机构在华设计实践逐步开
展，比如浦东新区启动区的设计等 [15]，
而 1992 年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国际咨询
是中国在城市重点地区的规划中首次邀
请世界各国著名设计师参与中国的城市
规划 [16]。

1.3西方规划设计全面进入中国阶段

(1999～2007年)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
如何增强中国城市和中国经济在全球及
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控制力问题，关
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与城市全球
化”的研究应运而生 [17]，西方国家的
相关学说和学者被引介到中国，并成为
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思潮的核心。同时，
在学术研究层面，中国城市成为国际学
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包括在 John 
Friedmann 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直接发
表关于中国城市问题的论著，一些国际

著名的学术会议或者机构开始召集中国
城市化与城市规划的国际会议或者专题
论坛等。实践层面，伴随着中国迈入城
市化加速发展期，“做大、做强、做优、
做美”中心城市成为城镇化战略的首选，
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城市一
方面谋求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的定位
和目标，另一方面开始谋划大手笔建设
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和功能，由此开启了
聘请西方发达国家规划和设计专家来华
开展规划与城市设计的风潮。典型案例
如 2001 年 7 月，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
“高起点、大手笔”的要求，郑州市对
郑东新区总体规划进行了国际征集，日
本黑川纪章事务所、法国夏氏事务所、
美国 SASAKI 公司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等 6 家单位参与规划设计竞争。
随后《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
规定》于 2002 年颁布并于 2003 年实施。
2004 年 7 月，新加坡 CPG 集团新艺元
规划顾问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荣获国
家建设主管部门颁发《外商投资企业城
市规划服务资格证书》的外资企业。自
此，一批外资规划设计企业开始在华设
立和拓展业务，西方规划设计全面进入
并影响了中国规划设计行业的发展。

1.4中国城乡规划全面国际化与“走

出去”结合阶段(2008年至今)

一方面，随着一批海外华人学者
的崛起、中国在西方相关专业留学生群
体规模化扩张和来华交流的国际学者增
多、涉华学术会议和刊物的扩大、在华
参与项目的国际公司和来华从业的国际
专业人士不断增多等，加之国内学术考
核体制压迫下相关学者国际刊物发文量
的扩大、设计单位参与国际赛事频繁化
等，中国城乡规划学术和行业的国际化
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规划界的主流话语
和话题，并在国际城乡规划及相关学科
领域形成了关注和研究中国城市的学术
热潮。另一方面，伴随着 2008 年的国
际金融危机和随后“一带一路”倡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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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企业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园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
带动了中国规划设计“走出去”，并逐
渐由在境外为中国投资和项目提供规划
服务，发展到逐渐为外方提供规划服务，
典型的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总体规划等。近年
来还出现了中国规划设计咨询企业通过
海外并购、在海外进行业务扩张的现象。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接受
规划培训和规划教育的专业人士不断增
加，近年来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预
计将对中国规划大幅度“走出去”发挥
更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对中国而言，40 年来城乡规划的
国际化在“跟跑”中推动形成了一批既
对接国外前沿理论又融合中国本土文化
和国情、具有丰富实践支撑的中国当代
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体系。典型的有广
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城
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城镇体系规划理论
与方法、山地人居规划理论与方法、主
体功能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等。此外，融
汇中西方文化基因的“城市人”理论和
“四维城市”理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等均是中国城乡规
划 40 年国际化发展的成果。目前，站
在世界前沿、与国际“并跑”甚至“领跑”
的智能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理论和方法、
数字化城市规划与设计、新时代乡村规
划技术体系也在日趋成熟和完善。

2城乡规划“引进来”的40年

2.1规划体系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体系
不断借鉴和引入国际前沿的规划类型，
其中城镇体系规划确立、控制性详细规
划创设、城市设计探索与建立、战略 ( 概
念 ) 规划诞生、都市圈和城市群规划兴
起、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探索与创立等，
都是这一时期城乡规划国际化发展的典
型成果。其中，城镇体系规划就是在改

革开放初期借鉴西欧国土规划及后来进
一步吸收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逐步构建
起来的 [18]；控制性详细规划创设主要借
鉴美国区划技术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定
图则，结合我国国情和城乡规划体系特
征，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微观刚性规划控
制体系 [19]；城市设计则顺应美国和日本
为代表的国际城市设计发展潮流，在周
干峙、吴良镛和齐康等老一辈学者的推
动下，东南大学王建国院士等学术团队
系统探索和不断创新，逐步建成了中国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的完整体系 [20]；战
略规划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西方国家逐
步盛行，2000 年结合新加坡经验，广州
编制和实施战略规划并在国内引发广泛
关注与追随，随后北京、南京、合肥与
杭州等先后编制实施战略规划，从而促
使战略规划成为我国规划体系中的一个
新的层次和类型，甚至有学者指出战略
规划可能是新千年以来城市总体规划编
制工作中最具革命性的探索 [21]；都市圈、
都市区、城市群与城镇群的概念相似，
起源于日本、法国、美国等，2000 年
我国开始兴起相关规划研究与实践 [22]，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 年 )》颁布实施，城镇群成为我国
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镇群规划迎来发
展新高潮；目前，借鉴荷兰、瑞典与英
国等国家空间规划经验，我国正在逐步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规划体系，全
方位地管理和调控土地使用与空间资源
配置。

2.2规划理论引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理论
发展非常重视从西方的引进和学习 [23-24]。
理论引介的重点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差
异：① 1978 ～ 2000 年西方理性规划理
论主导时期，其发展动因来自于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
需求，表现为在城乡规划复兴过程中非
常重视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城乡规
划理论的学习和引介，一批西方经济地

理和人文地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典
理论如田园城市理论、区位论、大都市
带理论、城市更新理论、卫星城和新城
相关理论等被引入或者重新引入中国。
② 2001 ～ 2010 年西方多元规划理论
竞相争鸣时期，WTO 背景下规划业务
国际招投标、规划项目国际合作及规划
设计机构国际城乡规划人员引入等方
式，促使我国城乡规划成为西方国家盛
行的新城市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城
市理论、精明增长理论和管治理论、社
区规划理论和全球城市理论等理论的重
要“试验场”。同时，城市快速建设导
致城乡规划人才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严
重冲击了对城乡规划理论总结的关注，
也缺乏理论研究的力量，导致我国本土
化城乡规划研究力量长期得不到健康发
展 [25]。③ 2011 年以来，西方倡导性规
划理论再次受到国内重视，借助计算机
信息和网络技术革新，依托众筹规划和
规划众创平台支持，如北京 CITYIF 云平
台、众规武汉及上海 2040 官方网站等，
极大地拓展了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范围
广度和内容深度 [26]，具有国际特质和中
国特色的倡导性规划理论与实践成为新
潮。

2.3规划技术引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技术
引进和转化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
是西方计量地理学的引入和在规划分析
与预测中的应用 [27]；其次是引入 CAD
等制图方法和工具改变了传统手工制图
的模式；再次是引入 GIS、RS、GPS 等
地理信息科学发展的高精度制图和分析
工具，随着概念规划与战略规划的普及，
SWOT-PEST 分析方法、情景模拟分析方
法和定位分析方法等也进入中国；最后
通过国际招投标、人才培养及学术交流
等方式，将城市生长模拟、元胞自动机
与空间决策系统等大量西方提出的复杂
数学模型及其相关软件逐步应用于我国
城乡规划设计之中 [28]。目前，面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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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智慧化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和
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城乡规划领域被广
泛引入，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适应性创
新，以分析我国城市人流和物流分布与
移动、人口分布和居民日常活动热点区
域与动态结构、市民规划诉求与意愿等，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乡规划技术的数字
化和智能化转型。

2.4 规划人才引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人
才培养与执业人员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人才培养国际化方式不断创新，“请
进来”形式的国际化办学在规划院校达
到新高度，如同济大学每年平均举办
100 多场国外专家学者的学术讲座 [29]，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共同创建的“清
华—MIT 北京城市设计合作教学”已
开展 30 多年，2017 年创设的东南大学
建筑国际化示范学院是目前全国建筑学
科的唯一试点单位，首批引入 3 位外籍
全职教授和 4 位外籍客座教授。此外，
高端人才的引进来与引回来也有力促进
了城乡规划的国际化发展。例如，吴志
强、吕斌、柴彦威与董卫等一大批在海
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端人才回国执教，
翟国方、彭仲仁和陈雪明等在国外任教
人员回国从业，部分国际知名海外学者
受聘在华任教等，极大地带动了规划行
业的国际化发展；在城乡规划从业人员
管理方面，在学习和借鉴国外资格和注
册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
阶段需要，逐步建立了注册规划师制度
并获得部分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认
可，为城市规划执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支
撑和保障。

2.5规划设计输入

改革开放以来，规划设计市场逐步
对外开放，境外规划设计机构逐步深度
参与国内规划设计业务 [30]，典型的如
AS&P、RTKL、SWECO、GMP 等美国、

英国、新加坡、法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等国际知名城乡规划设计事务所在中国
境内开展业务，邦城、阿特金斯等取得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设计企业在华开业的
许可。同时，为征集有创意和有特色的
发展理念，学习国外优秀的规划设计手
法，城乡规划“国际征集 / 竞赛活动”
日趋密集，为我国城乡规划建设工作者
熟悉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和开展国际交
流提供了平台。国际招标地域覆盖广阔，
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与南
京等东部发达沿海地区到郑州、长沙、
南宁、宜昌、贵州和昆明等西南地区；
项目规模从局部几十公顷的城市节点
( 如北京金融街核心区仅 34　hm2)，拓展
到几十或数百平方公里的片区乃至整体
城市发展空间 ( 如广州南海概念性规划
覆盖范围为 250　km2)；业务类型从概念
规划、总体规划的宏观研究，拓展到城
市设计、详细规划、交通规划、市政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和产业规划等
专项规划，涵盖法定规划和规划研究 [31]。
此外，部分设计机构引入国外专家担任
规划师，甚至设立国际规划师事务所开
展国际引智和国际项目合作，如武汉市
规划研究院设立国际交流与合作所，是
国内首家以规划院为平台的专业国际交
流部门，致力于整合海内外城市发展与
规划的高端智力资源、提供前沿理论和
实践经验，组织大型项目方案征集，参
与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32]，先后与英国、
德国、美国、荷兰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
的著名院校、优秀设计公司、事务所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

3城乡规划“走出去”的40年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
乡规划行业在实践项目、理论技术与人
才教育等多个领域逐步走向海外，由资
助援建到合作共赢，由交流合作到培养
输出，形成了中国规划“走出去”的新
方式，树立了中国规划行业国际化的新

形象，在全球语境下的国际话语权也在
逐步提升。

3.1规划实践项目“走出去”

以规划技术援助带动规划项目实践
“走出去”，是我国早期规划实践项目“走
出去”的方式。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城市
规划援助始于改革开放前，在科技合作
协议的指引下，1959 年我国首次派专
家组为越南提供技术援助 [33]。改革开放
之后，中国提出了对外援助四项新原则，
在 1978 ～ 1979 年前后，国家建设部派
出以周镜江先生为组长，由北京、上海
等地的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在以镇
江市为案例考察的基础上，为越南的两
个城市做了城市规划 [34]。1995 年我国
再度援建越南，为南河省编制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及南定市城市总体规划。20 世
纪 80 年代初，我国逐步开始商业化的
规划输出，如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等在
非洲承担相关的规划设计任务等。2000
年以后，我国的海外规划项目由技术援
助走向技术服务，2005 年昆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受越南庆和省政府委托，承担
了编制芽庄城市 ( 庆和省府 ) 西部新区
总体规划的任务 [35]。正是我国的规划项
目援助，为越南河内、太原、越池与南
定等工业化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6]。
同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在非
洲安哥拉编制了其首都罗安达的总体规
划和工业园区规划等，中国规划走向非
洲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我国在海外的规划实践项目不仅在
合作方式上有所发展，在领域与地域上
亦有所突破。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
海外项目的商业实践初现原型，在伦敦、
巴黎等大都市由华人投资或合资兴建的
中式风格“中国城”[37]、粤海集团投资
的 GD 波兰集散中心 [38] 为代表的旅游
商业规划项目兴起。2000 年之后，伴
随着中国国际合作园区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 44 个国家 81 个地区布局，产业
园区规划也逐渐走向海外。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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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规划师学会颁发的 2008 年度葛德·
阿尔伯斯奖 (Gerd Albers Award)，这
是我国学者首次获得该项国际大奖 [42]。
1996 年联合国举办的“最佳人类居住
区实践成果展览”，其中 500 多平方米
的中国展区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
住宅规划建设上的成就 [43]。近年来，
我国城市规划案例越来越受到国际关
注，2017 年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
会 (ISOCARP) 第 53 届国际规划大会开
设“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专场
及相关主题报告，联合国人居署分别于
2015 年的《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Towards a Compendium of Inspiring 
Practices》[44]、2018 年 的《Global 
Experiences in Land Readjustment》[45]

报告中，以中国的深圳城市发展、长三
角城市群区域规划、广州的土地改革与
再开发为案例进行了研究与正面宣传。
不少城市的规划更是获得国际社会的广
泛赞誉与肯定，从 1990 年唐山市政府
第一次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到 2008 年 
南京市政府首次以城市身份获得“人居
特别荣誉奖”，中国的机构与个人已 16
次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这些规划实践中
机构、个人及项目获得的关注和荣誉进
一步扩大了其蕴含的中国规划模式与理
论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我国城市规划技术标准通过援建项目、
国际合作项目及委托设计项目分别走
向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依
据笔者调研，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建设
的许多境外产业园区均由国内规划设
计机构编制规划并采取了中国的规划
技术体系和标准规范。武汉市土地利用
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在为尼泊尔
编制《必都城市综合发展规划 (2017—
2035 年 )》的过程中使用了中国标准，
并将其在地化编制为当地城市规划的
标准。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的
委内瑞拉大住房计划——新埃斯帕塔

州波拉马尔的 2　520 套住房项目采用中
国标准，提前 3 个月时间完成了建设，
不仅加快了工期，还节约了建造成本[46]。
中国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在海外的成功应
用与转换体现了中国标准的成熟化及其
走向海外的步伐。

3.3 规划人才与教育“走出去”

人才与教育“走出去”是规划行业
“走出去”的另一个重要领域，40 年
来我国规划行业的高校及研究机构吸引
了众多海内外学子，培养了多批“走出
去”的规划人才。从改革开放之初代
表中国赴德讲学的吴良镛、金经昌先
生等早一批“走出去”的国内学者，
到改革开放初期赴欧美访学交流的崔功
豪、姚士谋等学者，再到在有关国际或
者境外组织任职的国际建协理事和副主
席吴良镛先生、ISOCARP 副主席石楠
先生、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俞孔坚
先生、德国工程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工
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先生等，以及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Cities》等海外
杂志任编委的顾朝林教授和赵鹏军、何
深静、李志刚等学者，进而到在海外知
名学府任教的伊利诺斯 ( 芝加哥 ) 大学
城市规划系教授张庭伟先生、伦敦大学
学院巴特利特规划学院吴缚龙教授、麻
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郑思齐教
授等，众多出身于中国本土规划院校的
人才在国际规划舞台上大放异彩。在联
合国人居署等国际机构中，中国规划的
个人力量也不可小觑，自 1990 年中国
在内罗毕设立驻联合国人居中心代表处
后，多位中国专业人士在联合国人居署
任职。不仅是个人，我国规划企业也在
积极“走出去”，2012 年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成功收购新加坡 CPG 集团，
2016 年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
美国 Test America 与西班牙 EPTISA 公
司，2017 年北京建谊设计院控股白罗
斯国家设计院等，中国规划正在深度拓

城市规划实践项目“走出去”的步伐遍
布全球，涉足城市、商业区、旅游区与
工业区等多个方面。不久前，联合国人
居署正式邀请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
间规划研究中心参与尼泊尔灾后重建项
目，为尼泊尔编制《必都城市综合发展
规划 (2017—2035 年 )》，这是武汉规
划机构首次走出国门做城市规划，也是
联合国人居署首次邀请中国规划机构参
与援建项目 [39]。

3.2规划技术与理论“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理
论发展融汇中西、引领实践，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和内涵。众多国外知名期刊
开始关注我国规划理论并出版专刊，
《Planning Theory》 曾集结出版“中国
规划理论”专刊，集合了来自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及浙江
大学等 10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理论研
究论文 [40]。

在规划理论“走出去”方面，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良镛先生的广义建筑
学、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及基于该理论形
成的《北京宪章》，以及石楠秘书长领
衔中国专家参与联合国人居署《城市与
区域规划国际准则》的编写，这些基于
中国实践、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规划理
论及技术在国际组织平台上发布的学术
性、技术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规
划理论的国际扩散和传播。与不少国家
一样，中国的规划实践也走在理论前
面，结合实践的理论研究是中国规划理
论“走出去”的变体形式。中国城市规
划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吸引着海内外的
众多学者。1978 年，日本亚洲经济研
究所学者访华，以中国城市建设为案
例，研究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 [41]。
2008 年邵益生、石楠等编著的《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一书，以中国
城市为案例研究，获得了国际城市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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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海外市场。我国规划行业的优秀人才
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由点及面向国际规
划界推广了中国规划行业的发展。

中国规划教育的“走出去”在国家
主导、技术培训与高校引领、教育合作
两条道路上齐头并进。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多次派专家组赴越南、埃塞俄比亚
等国家开展技术培训援助。2003 年在时
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先生的提议下，建
设部派出专家组赴埃塞俄比亚开展了为
期两周半的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培训，
就城市规划中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各
专项规划的编制、城市规划管理、城镇
体系规划编制和实施、城市土地管理政
策与法规五大部分进行了教育培训 [47]，
并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伴随着规划编制的输出，我国规
划执业体制也在加强对外交流。2000
年，我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
举办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与美国持证
规划师学会、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欧
盟规划师学会及香港注册城市规划师管
理局、香港规划师学会等有关国家和地
区的规划师执业管理机构代表就有关问
题进行交流讨论。2005 年 5 月，全国
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与香港规
划师学会签订《内地注册城市规划师与
香港规划师学会会员资格互认协议》[48]。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规划从业者获得
海外执业资格，我国规划执业体制向国
际接轨又迈进了一步。

同时，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是我国规
划行业提高全球化教育水平的途径，也
是规划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众
多知名院校的规划专业培养了多批海外
人才；而在当代，来华留学生在规模、
质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以东南大学为例，近年来在
高校教育改革中设国际前沿课程，与
MIT等国际知名高校开展教育合作项目，
招收的留学生遍布非洲、中东、欧洲、
东亚、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及地区。高校

留学生培养、国际技术援助及我国规划
人才走向海外，助推我国规划界从认识
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增加与国际的交流，
规划人才的国际化持续提升着我国规划
行业的国际影响力。

4新时代中国城乡规划全球化展望

回望城乡规划的国际化发展历史，
历史上有多次值得关注的“国际化”模
式，包括中国古代规划模式在亚洲地区
的扩散、英国殖民地时代的规划输出和
全球化、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输
出和国际化、现代西欧和东亚规划体系
的国际化传播和输出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乡规划吸收借鉴和本土创新相结
合，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国
际影响力与认同感。伴随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城乡规划正在由
单向输入为主的国际化发展转变为双向
融合、引导国际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中非合作领域也拓展到
了规划行业，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 ) 明确提出
“中方将向非洲国家派遣政府高级专家
顾问，提供工业化规划布局、政策设计、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和帮助”等 [49]，
这些都昭示着在新时代中国城乡规划国
际化的新作为和新方向。为此，笔者认
为，以下几个领域将是中国城乡规划全
球化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内容：

(1) 规划理论的全球化。
复兴中国传统规划思想中的精华

内容，诸如礼制思想中的物质空间与社
会空间统一的理念、风水思想中天人合
一及人与自然协调的理念等，总结提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的规划理论创新成
果，诸如人居环境理论、“城市人”理
论和城市设计理论等，并结合全球不同
区域的特点、国际前沿规划理论等进行
融会贯通，进而通过规划实践和规划教
育、学术交流，在全球层面进行推广和
再创新，让中国规划理论的全球普适性

价值和内涵进一步放大。
(2) 规划实践的全球化。
立足中国快速城镇化阶段累积的丰

富规划实践和强大的规划产能，以及高
素质的规划技术力量，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国建设、中国投资与中国人才
“走出去”的步伐，积极推动中国规划
实践更大力度地“走出去”，以中国海
外建设项目、产业园区等的规划设计为
支点和支撑，全方位开拓海外规划服务
和业务，培育具有全球能力和口碑的规
划设计公司及规划设计大师品牌；积极
介入海外重大规划设计项目的竞争，确
立市场地位 [50]。

(3) 规划教育和人才的全球化。
新时代结合国家新的全球化发展模

式，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全球观，
立足中国规划理论和实践优势，在广泛
吸引全球规划专业学生、学者来华学习、
交流和培训的同时，鼓励、促进中国规
划学者大胆地“走出去”，特别是走向“一
带一路”沿线的高校、科研机构和设计
机构，把中国规划理念、理论和技术体
系推向全球。

5结语

放眼全球，中国城乡规划具有独特
的近现代开放化发展历史，先后兼容并
蓄地吸收和集成了西方近现代城乡规划
与苏联城乡规划这两大具有全球性影响
的现代城乡规划体系，天然地继承了中
国古代城乡规划体系这一东方规划文化
的核心，加之经受了中国现代工业化、
城镇化波澜壮阔的实践检验和进一步融
合发展，当代中国城乡规划体系无疑是
全球最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实践指导性
的规划体系，预期在新时代的全球化发
展中将发挥重要的支撑、服务甚至引领
作用。未来新的 40 年，有望成为中国
城乡规划大胆“走出去”的 40 年，也
渴望成为中国城乡规划站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高度再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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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空间型规划法制的演进与展望
□　何明俊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城市化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空间型规划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空间型规划所规制的是行政行为与土地使用，而法制的重点是规范政府的规划行为。规划法制的产生、演进与
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中国的空间型规划法制顺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市场化、区域一体化、
主体多元化的改革需求，形成了以《城乡规划法》为主体的空间型规划法规体系，但也留下了在计划经济时期权力制约权
力的痕迹，产生了“多规”等问题。随着空间规划体系的提出，建立以《空间规划法》为主体的法规体系，提升空间规划
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治理能力，则是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空间规划；市场经济；土地使用；权力运行；法制演进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10-0013-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何明俊．改革开放 40 年空间型规划法制的演进与展望 [J]．规划师，2018(10)：13-18．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class Planning Law System in the past Reform and Opening Forty Years and its 
Visions of Futurity/He Mingjun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not only in the scale but also in quality has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world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spatial-class planning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What the spatial-class planning 
regulates is the land use, and what the planning law regulates is mainly on the governmental behavior of planning. The prod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lanning law are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 The law 
systems for the spatial-class planning conformed to the reform demand in economic market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benefi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spatial-class planning law system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aw comes into being. But it remained the traces that administration power was restricted by another administration power in the 
period of planning economy, and it produced the problems of “multiple plans”. In pace with the spatial planning is presented, it 
is a current big issue for us to establish the law system mainly consist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law , in order to lift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Spatial planning, Market economy, Land use, Power Operation, Evolution of law system

0引言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成立自然资
源部，并授权其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整合成为空间规划体系。这标志着空间
型规划制度的重大转型。虽然空间规划尚未有明确的
定义，但在中国至少形成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多种形式的空间型规划。在
这些空间型规划中，只有城乡规划单独立法。这不仅
说明了城乡规划在城乡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也
表明了城乡规划在空间型规划中的重要地位。近几年
城乡规划改革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

题。虽然在“多规并存”的条件下，城乡规划存在着
对城市发展的治理能力不足或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失语现象，但是不能否定的是城乡规划在空间型规
划中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水平从 1978 年的 18％
上升到 2018 年的近 60％。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对宏
观的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与转型的引导，还是对微观的
土地使用管理与控制，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空间型规
划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 40 年的城市化历史
既是空间型规划应对城市化进程的变迁史，也是空间
型规划法制的演进史。本文基于土地使用中的法律关
系，分析了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空间型规划法制的变

何明俊，博士，杭州市政协城市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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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探讨空间型规划在城市治理中的经
验与教训，以期为建立空间规划法制体
系提供建议。

1空间型规划法制的演进

1.1空间规划及其规制对象

城市化的意义重大，城市化所产生
的影响一直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广
泛受到社会关注的基本问题。城市化在
空间上表现为人口与产业的集中。城市
化集中了人口与产业，从而使得社会经
济发展的成本大大下降。城市化所导致
的集中不仅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同
时也是空间结构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
方面不断改变的过程。空间结构的改变
实质上就是空间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市
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由于其
激励土地发展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了土
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在市场机制
的作用下，产生了外在影响、土地发展
利益分配不公及空间极化等众多空间性
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背景下，空间问题不再仅仅是
土地使用的问题，更多的是城市问题、
区域问题，甚至是国家间的问题，空间
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城市化背景
下，市场机制在空间治理上的失效，需
要政府的积极作为。

由于土地使用涉及较大的成本，这
些空间性问题的事后处理需要巨大的社
会成本，甚至引发了社会、经济与政治
问题。空间型规划的产生正是应对市场
机制在空间治理上的失效。空间型规划
在事前对土地使用的干预所需要的社会
成本远远小于土地自由使用所产生的社
会成本。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空间型
规划承担了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秩序塑造
的职能。正如利维所指出的，“美国城
市规划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和
由此带来的问题的历史”[1]。土地是社
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资源的载体。
土地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
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并且这

些影响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因此，作
为人们应对城市化的一种社会行动或制
度安排，空间型规划所关注的是土地使
用，以及由土地使用所引发的社会、经
济与环境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其目的是
寻求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与宜居的空间
环境。

1.2影响空间型规划法制的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一
种财产，是按照产权的形式给予法律
保护。在土地自由使用时代，土地使
用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总是倾向利
益的最大化。“城乡规划的核心是权
力的介入，并在空间的层面上平衡社
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2]。权力
事前介入土地使用引发了产权保护的
排他性与社会干预的集体决策之间的
矛盾。为了规范政府限制土地使用的
权力，各国都通过立法对空间型规划
的权力运行做出规定。这既能够实现
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又能够维护公共
利益，平衡社会利益。空间规划法制
一般从权力主体、权力的目的、权力
的运行方式等方面进行规范。空间规
划权力一般分为 3 类：①“立法”权。
编制各种层次、不同类型的空间规划。
②行政权。通过规划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等措施，实施空间规划的权力。
③“司法”权。上级规划行政权力机
关解决规划行政争议的权力。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空间规
划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①视野范围的扩展。空间规划
的范围从地块到社区，再到城市与区
域，甚至超越了国家的界线。欧盟界定
空间规划的 3 个基本问题是：“经济
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欧盟各
地区之间竞争力的平衡”[3]。②干预范
围的扩大。从土地政策到社会、经济、
环境等多领域的公共政策，“规划的职
能不再局限于对用地空间的安排，而更
多地被认为是整合各种政策的空间治
理工具”[3-4]。③权力运行模式的变化。

从西方城乡规划法制的变迁反映了在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权力从消极到积
极的演变。从行政法的角度则是管理法、
控权法向规范行政权力方向转变。

1.3空间型规划演进

40 年城市化、市场化的进程改变
了空间型规划的作用。而空间型规划作
用的变化必然反映到空间型法制中来。
空间规划法制属于行政法范畴，其目的
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障公民的基本
权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
城市化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产生的
问题是不同的，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关
系也是不同的，这就引发了空间规划法
制的演进。空间规划法制的演进，既与
一个国家的法治传统、治理体系密切相
关，又与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矛盾的表现
相互关联。在中国，由于只有城乡规划
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整的，可以认为，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城乡规划法》为主
体，包括《土地管理法》等一般行政法
及涉及空间型规划的编制、实施、处罚、
复议等相关行政法规所组成的空间型规
划法规体系。

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实施计划经
济，权力介入土地使用的历史较久，而
权利的产生则相对较晚。在计划经济时
期，规范权力所运用的手段是科学方法。
权力制约权力，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
特征。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物质形
态规划仍然是规划法制的重要部分。在
引入土地出让制度及住宅商品化以后，
市场的多元主体逐步形式化。2004 年
的私有财产保护入宪，以及 2007 年《物
权法》的颁布对空间型规划的法治产生
较大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完善，空间型规划的法律关系由
权力制约权力逐步转向权利制约权力。
空间型规划逐步关注权利的保护，并由
技术政策向公共政策转变。但是，权力
制约权力的惯性依然存在，造成了“多
规”分立的格局，由此引发了向“多规
合一”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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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城市规划法》为主体的发展

期

2.1社会经济背景

1978 年 3 月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
会议召开，提出了“搞好城市规划，加
强城市规划管理”[4]，城市规划工作开
始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指引
下，城市规划的重要性逐步显现。1980
年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在北京组织
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讨论了《城
市规划法 ( 草案 )》，并提出尽快建立
城市规划法制。1984 年国务院颁布了
第一部行政法规《城市规划条例》，城
市规划开始步入法制的轨道。1986 年
全国人大批准的《土地管理法》建立了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提出了编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任务，并在第十六
条中规定“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应当协调。在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利
用应当符合城市规划”。1989 年全国
人大批准了第一部《城市规划法》，并
于 1990 年 4 月开始实施。“这部法律
颁布以来，城市建设领域依法行政的思
想逐渐深入人心，规划法规体系的建立
和执行也逐步受到重视”[5]。

根据 1984 年实施的《城市规划条
例》第三条，城市规划所规制的对象是
“与城市规划管理有关的活动”。这似
乎不太明确，但是在第三十条规定“在
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
的，必须服从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
从第三十一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核
发程序、第三十四条对闲置地收回的规
定及对违法用地的处罚中可知，城市土
地使用是城市规划的规制对象，城市规
划承担着城市土地管理的职能。但到了
1987 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城
市规划对土地管理的职能开始弱化，城
市规划与土地管理开始分立。1990 年
实施的《城市规划法》延续了《城市规
划条例》中的规划制度，但是取消了《城
市规划条例》第四章城市土地使用的规

划管理。《城市规划法》第二条规定，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
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城市规划区
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
划，服从规划管理”。城市规划对土地
利用与各项建设的管理权限制在城市规
划区内。

2.2以城市规划为主体的“两规”

制度

1984 年《城市规划条例》第四条
规定，“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制定城
市规划”。城市规划是计划经济在物质
空间建设方面的延续。《城市规划法》
第一条明确的立法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城市规划条例》
与《城市规划法》都是以技术法为特征
的计划经济的产物。由于处于计划经济
时期，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在城市规
划的法律关系中权利缺失，仅有权力的
存在。对权力的管理成为了《城市规划
条例》与《城市规划法》的重要任务，
权力制约权力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
“规划法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国家总体发
展目标，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
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城市建设活动”[6]。
1986 年的《土地管理法》提出了开展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是由于第一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缺乏准确的土地利用
现状数据、图纸及规划理论、方法的支
撑，开展范围有限，也没有得到有效实
施”[7]。因此，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中
期所形成的空间规划是以城市规划为主
体的“两规”制度。

《城市规划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
土地的，必须服从城市规划和规划管
理”。《城市规划法》第十条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
务”。这反映了管理论的思想与特征。《城
市规划条例》提出城市总体规划与详细
规划两级规划体系，并规定城市总体规
划中需编制近期建设规划。1990 年实

施的《城市规划法》延续城市总体规划
与详细规划两级规划体系，但增加了城
镇体系规划，以及大中城市中的分区规
划。在规划管理方面，《城市规划条例》
建立了建设用地许可证与建设许可证制
度，《城市规划法》将《城市规划条例》
中的“两证”许可制度改为了“一书两证”
制度，增加了选址意见书，提升了城市
规划在建设项目整个审批流程中的引导
作用。但是，无论是《城市规划条例》
还是《城市规划法》，都未明确城市规
划与行政许可的关系。这表明，这一时
期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自由裁量制度”，
城市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只是行政许可
的参考依据之一。不受约束的规划行政
许可权既是应对多变的市场经济的“良
方”，又为权—权交易留下了可能。

2.3以城市规划为主体的“两规”

制度的缺陷

《城市规划法》与《城市规划条例》
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在这一时期，基
本建设由国家投资主导，由于物质短缺，
经济发展是一切工作的中心。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的社
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从 1984 年《城市规划
条例》到 1990 年《城市规划法》颁布
实施的这几年，虽然开展了土地使用权
出让的试点，但总体而言中国仍处于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崇尚物
质形态的规划，“科学化成为这一时期
最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8]。这一时期
城市规划的特征是：“科学规划、技术
体系”。而城市规划中关于城市体系、
用地规模、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等的相
关政策均称为技术政策。“《城市规划
法》产生于‘国家本位’和‘政府主导’
的计划经济年代，城市规划被看成是‘国
民经济计划’的延伸”[9]。

由于《城市规划条例》属于行政法
规，法律地位不高，在应对自下而上的
乡镇企业发展等方面显得十分乏力，难
以遏制城乡的无序建设。于是，催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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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城市规划法》的颁布实施。《城
市规划条例》与《城市规划法》在计划
经济时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留
下了一些问题：①城市与乡村二元分治。
1990 年实施的《城市规划法》及 1993
年实施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与管理
条例》，导致“城郊结合部建设活动的
严重无序与混乱”[9]。②城市规划的技
术化特征。“《城市规划法》包含了过
多的技术术语而更像一部‘城市规划原
理’之类的专业教科书”[5]。虽然控制
性详细规划在探索的过程中，但它是具
有法律地位的详细规划。技术化的思想
方法、静态化的终极蓝图和指令性的实
施方式，导致城市规划难以应对市场经
济多元利益主体的空间博弈。③城市规
划与土地政策分立。《土地管理法》提
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概念及相关的土
地政策，导致城市规划与土地政策的分
立。“中国的城市规划法是规划编制和
规划行政管理的法律，而德国城市规划
法除了含有规划编制和管理的内容外，
主要还是土地使用的法律”[10]。

3以《城乡规划法》为主体的多元

期

3.1社会经济背景

在《城市规划法》实施的第二年，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市场经济的提出实质上是改变了政府通
过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1992年开始，
在国际资本的影响下，城市化的速度较
快，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加大。到2006年，
城市化水平达到 44％。在这一时期，3
个方向的改革影响了城市规划：①市场
化改革。1988 年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
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
规定转让”。1994 年全面推进了公有
住房的出售。1998 年开始了住宅商品
化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住宅商品化催
生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格

局。②分税制改革。1994 年的分税制改
革将土地出让金 100％全部划归地方所
有，增强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
位。这为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低地价的工业招
商提供了可能。③经济全球化。在小平
同志南方讲话以后，对外开发的力度加
大，以各类开发区为主体的产业开发平
台的建设，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
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市场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改变
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发展路径与发展
过程。封闭式、单一思维的城市规划面
临巨大压力，难以适应多元、多变、快
速的发展模式。城市总体规划失控，详
细规划的失效是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的写
照。无论是城市总体规划还是详细规划
一经审批发布，就面临许多要求修改规
划的窘境。城市总体规划存在内容繁杂、
表述原则性强、执行力差和管制性内容
弱等方面的不足。在借鉴美国区划技术
的基础上，通过了多年的实践，建立了
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虽然控制性详细
规划能够很好地适应土地出让的需求，
但是仍然存在不适应的方面。由于《城
市规划法》所确定的是规划导向的行政
许可的自由裁量制度，则产生规划调控
乏力甚至失效的状态。为了缩小城乡差
距、提升规划的实效，在科学发展观的
指引下，开始了《城市规划法》和《土
地管理法》的修改。

3.2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多规”

制度

1998 年的《土地管理法》提出了
土地用途管治，但其用途仅分为农用地、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等类型。2004 年
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了为保证公
共利益需要的土地征收制度。《土地管
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提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核心职能是“严格保护基本农田，
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在土地
的宏观管理方面，为了更好地落实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200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分
层次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至此，“多规”
的局面开始产生。“多规”的出现并没
有产生协同的作用。虽然“多规”在理
论与方法上趋同，“共同面向可持续发
展，更加注重空间目标，更加突出和强
调公共政策等”[11]，但是“主体功能区
规划是宏观层面的框架性规划，自身不
具备落实空间管治的手段”[12]，也尚未
具备法律地位。1998 年以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与土地使用政策的法律地位在
加强，但因为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使
用性质与开发强度应依据城乡规划，是
空间型规划的重点，所以在《城市规划
法》时期城乡规划在空间型规划中的主
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城乡规划法》
的颁布对推动土地规划的法治化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13]。

土地使用多元、财产权利的保护逐
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4 年宪法
修正案提出了保护私有产权，2004年《土
地法》将征用改为了征收，2007 年颁
布实施了《物权法》。在科学发展观和
城乡统筹的指引下，2007 年颁布了《城
乡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回应了城
市化、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提出的
诸多问题，重塑了城乡规划制度。主要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明确了城镇体
系规划的法定地位。以跨行政区的区域
为基础，加强了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
强化了城乡规划的区域特征。②确立了
城市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组成的
法定规划体系。城乡规划的引导与控制
作用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法律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③“一
书三证”取代了原来的“一书两证”制
度。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的权力受到约束，
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规划许可的法定依
据。乡村规划许可证制度的引入表明城
乡统筹的法制格局基本形成。④建立了
产权保护的制度。信赖保护第一次引入
城乡规划制度中。在规划行政许可作出
后，依法修订控制性详细规划给被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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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
补偿。⑤违法建筑有了明确的定义。在
城市规划区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标
识，在乡村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为标
识，来判断是否是违法建筑。

3.3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多规”

制度的缺陷

在《城市规划法》时代形成的权
力制约权力的惯性一直延续到《城乡规
划法》时代，造成了“多规分治”的格
局。“多规合一”的提出就是对规划多
元化格局的应对。虽然法律明确规定，
各种规划的编制应当相互衔接，但是由
于各种规划所依据的法律规章不同、技
术标准不同，在实质上很难衔接、协调。
“多规”的并存所反映的权力制约权力
的传统控权方式，引发了“规划事权的
争夺”[11]，“呈现出‘上下互动博弈、
相互制衡’的现状特征”[14]，导致了“多
规”治理能力的共同下降。在所有的空
间规划组成部分中，只有城乡规划单独
立法，表明了城乡规划在众多规划中的
重要地位。可以认为，在《城乡规划法》
时期，是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规划多元
化时期。但是，规划的多元导致城乡规
划在城乡发展治理方面的能力不强。

在 2007 年《物权法》颁布后，“《土
地管理法》暴露出系统性缺陷，即无法
满足中国目前土地管理科学化、民主化
和法治化的需要”[13]。《城乡规划法》
第二条明确了所规制的对象是建设活
动，《城乡规划法》不是对土地实施公
共管理的法，而是规范建设活动的法。
无论是《土地管理法》还是《城乡规划
法》都没有提出土地发展权概念，导致
城乡规划并没有解决城乡统筹的问题。
《城乡规划法》不关注土地的价值分配、
补偿、土地征收等方面的问题。由于采
用行政批复的方式，城市总体规划与控
制性详细规划在法律地位上属于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范畴。此外，在“多规”并
存的条件下，规划行政许可的效率不高。
“在某种程度上《城乡规划法》的效率

和公平价值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
效率与公平的悖论也依然存在”[15]。

4空间规划法的立法构想

4.1空间规划法的规制对象

空间规划体系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
新时代所提的规划体系，其目的是解决
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诸多规划在城市化
进程中的空间治理能力问题。空间规划
的建立首先是要明确其规制的对象。虽
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和技术
标准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从不同层次或角度关注土地使用。因
而，由上述 3 类规划整合而成的空间规
划所关注的对象就是各个层次的土地使
用。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背景下，
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仍然是空间发展的主
体。空间规划体系的重点仍然是关注城
市与乡村的发展，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重点仍然是城市与乡村的土地使用。为
此，空间规划的规制对象实质上是城市
与乡村的土地使用及其上的建设活动，
而不仅仅是《城乡规划法》中的建设活
动。随着空间规划体系的提出，城乡规
划面临转型，《城乡规划法》急需修订。

对土地使用实施公共管理，应植
根于现实、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社
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发
生了重大变化：①权力运行方式变化。
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
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法治是空
间规划制度建设的基点。②权力运行目
的变化。城市化过程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过程，城市发展的目的是“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权力运行的
目的。③权力实现价值变化。空间规划
体系不仅要应对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
的相关问题，还要在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中植入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4.2 空间规划法中的规划体系

空间规划所规制的对象是土地使
用。土地具有资源与财产的双重特性：
作为资源，土地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作
为财产，土地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如何
提升土地资源的效率，保护好土地产权
制度，空间规划不可回避现代产权制度。
这是改变城乡规划过于静态，与土地政
策相脱节，造成城市化进程中治理能力
较弱的重要方面。借鉴西方国家城市规
划或空间规划的立法经验，空间规划应
当基于现代产权制度，建立 3 个基本制
度：①土地发展权制度。这是提升空间
规划治理能力、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性
制度。②土地相邻权制度。这是保护土
地财产权利的重要制度。③土地征收权
制度。这是实施空间规划的关键制度。

整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质上就是将三者
整合成为不同尺度、层次的空间规划。
借鉴西方国家的规划体系，空间规划可
分为 3 个次层：①区域空间规划。将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整合
成全国、省域或者是城市群等层面的区
域规划。②县市域空间总体规划。将城
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整合成
城市总体规划或县市域总体规划。③地
方空间规划。根据城市与乡村在权力运
行及土地所有制方面的不同特点，以控
制性详细规划、乡村规划为基础，整合
成为地方空间规划。由于地方空间规划
涉及产权的保护，研究规划立法是空间
规划体系建立的重要任务之一。

空间规划是通过对土地使用的管
治来实现空间规划的目标。其中，规划
行政许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市规
划法》时期，规划行政许可是一种以规
划为导向的自由裁量制度；在《城乡规
划法》时期，规划行政许可则采用一种
以规划为依据的严格规则模式。这两种
模式各有优缺点：自由裁量模式可以更
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多变的特点，但难以
实现规划目标和空间布局；严格规则模
式可以更好地实施规划的目标与空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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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但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方面
仍然存在不足。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的空间规划制度，则应吸收自
由裁量模式与严格规则模式的优点，建
立以法定规划为依据的行政许可制度。
空间规划中的行政许可制度，不仅要改
变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还要建立一种
绩效导向的许可制度。

4.3 空间规划立法的思考

“多规合一”解决了空间规划科学
编制的制度障碍。在“多规合一”背景
下的空间规划，如何得以有效的实施，
则是《空间规划法》应当关注的。从《城
市规划条例》到《城乡规划法》，无论
是城市总体规划还是控制性详细规划都
是采用政府批复的方式。虽然城乡规划
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从行政法角度看，
政府批复的方式在学理上属于规范性文
件的范畴，法律地位不高、刚性不足，
这就产生了“城市总体规划失效”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尴尬”等问题，造成了城
乡规划在城市化进程中治理能力的不
足。这不仅是“多规”协同性不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城乡规划的法律制度设计问
题。空间规划要提升治理能力，应当采
用立法模式。实际上，2013 年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就提出，“建立空间规划
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
法工作”。

空间规划立法既改变了规划调整
修改的随意性，又可为规划行政许可明
确法律依据。空间规划立法关键是明确
规划体系法立法中的定位。县市域空间
总体规划与地方空间规划的立法则是规
划立法核心。从法律授权的逻辑上看，
城市总体规划的权力来源于《城乡规划
法》。《城乡规划法》采用不明确的法
律概念，诸如合理布局、节约用地和公
共安全等给地方政府授权。《城乡规划
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根据城市总
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实际上是采用更加清晰的
城市总体规划为地方政府授权。因此，

县市域空间总体规划属于授权性立法，
所规范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下位规划时
的行政行为，而地方空间规划层面的法
定图则或控制性详细规划大纲则是对土
地使用的立法。

5结语

空间型规划的 40 年是伴随中国经
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 40 年。随着城市
化进程，中国已经从改革初期的乡村社
会转变为现在的城市社会。中国 40 年
城市发展的成就表明，《城市规划条
例》《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土
地管理法》已经很好地顺应 40 年改革
开放的要求，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化进程
中城市功能演进与规模扩展等空间性问
题。40 年的空间型规划历史表明，空
间型规划目的是服务国家的宏观治理理
念，平衡社会、经济与环境的空间关系，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规
划条例》制定的目的是“不断改善城市
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城乡经济
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法》制定的
目的是“为了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
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而《城乡规划法》制定的目的是“协
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
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与当时的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权力与
权利的关系密切关联。空间型规划法治
的目的是更好地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
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按照“全
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规范空间规划权
力，提升城市化进程中的治理能力，更
好地适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
造更美好的人居环境，实现包容性发展，
则是历史留给以《空间规划法》为主体
的法规体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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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城乡规划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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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规划教育发展过程及经验是国内外规划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文章采用综合分析方法，
总结中国规划教育40年发展演变路径，可以发现，伴随着城市规划实践由“物质形态规划—综合战略规划—资源管理型规划”
的发展，规划教育也经历了“建筑基础—城市科学基础—多学科融合”的规划教育嬗变过程，40 年规划教育发展高度契
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并具有鲜明的实践需求导向，现阶段国家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将对未来规划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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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nning Education in the past Reform and Opening Forty Years/Huang Yaping, 
Lin Xiaoru
[Abstract] In the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planning education 
is a common concern of the planning education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dop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planning education for 40 year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from physical form planni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lanning, to resource management planning, planning education 
also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 , urban science founda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found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education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t has a clear 
demand orientation for practice in the past 40 years. At this stag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education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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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已形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规划教育规模，中国规划教育发展过程
及经验是国内外规划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拟
简要回顾40年来我国规划专业办学院校的增长过程，
对现阶段我国规划教育的规模、层次结构及质量状况
做一全景式概览；在此基础上，以改革开放 40 年国
家发展过程、阶段性目标及战略为线索，总结与之相
适应的城乡规划实践模式，探索各时期规划教育发展
特点及总体发展演变的路径；最后，结合国家空间治
理体系及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展望中国下一阶段规划
教育改革趋势。

1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乡规划专业教育发展

概览

1.1 本科专业办学规模快速扩大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恢复城市规划专业办学，
经历 1980 年代小规模办学实践、1990 年代快速增
长，到 2000 年后的井喷式增长 (2012 年，教育部公
布新的本科专业目录，城市规划专业改称“城乡规划
专业”)，截至 2016 年底，全国规划本科专业办学高
校已达 227 个 ( 不含港、澳、台地区 )( 图 1)。其中，
公办普遍本科高校 174 所，占 77％；民办普通本科
高校及独立学院 53 所，占 23％；985 高校 23 所，
占 10％；211 高校 50 所，占 22％ ( 表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51538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14781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51708471)
黄亚平，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湖北省城乡规划学会理事长。
林小如，通讯作者，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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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本科院校的 19％、11％和 6％。

1.3规划专业评估及学科评估影响

日重

城市规划专业脱胎于建筑学专业，
受建筑学教育办学影响，早期是偏向培
养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具有一定的职
业教育特征，随着国际建筑与规划教育
专业评估及执业资格证书制度被引进我
国，1996 年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指导
委员会及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评估委
员会成立，首次全国规划专业教育评估
始于 1998 年 6 月，截至 2018 年 5 月
全国共有 47 所高校通过了全国高等学
校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的评估 (46
所本科，27 所硕士 )，虽仅占全国设置
规划本科专业的高校数量的21％(表5)，
但专业评估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从专业教育层次上讲，全国仅有 14
所高校具备从本科、硕士至博士完整的
培养城乡规划人才的教育体系，这也反
映了 2000 年后城乡规划专业办学院校
井喷式增长之后，办学层次及质量提升
仍然任重道远。

2016 年，教育部学位和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开展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
估，全国 51 个城乡规划学位授予单位
自愿参评，其中，全部 13 个博士授权
单位、38 个硕士授权高校 ( 占 90.7％ )
参评，2017 年 12 月公布了评估结果，
其中A类及B类学科高校共20所(表6)。

2017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了“双
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只有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科被列
入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由此可见，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城乡规划在国家经济发
展及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
其学科专业地位在高校中仍普遍偏弱，
甚至与建筑学科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据住建部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
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在校生约 4 万人，每
年规划专业本科招生约 8　600 人，硕士
研究生招生约 1　200 人，博士研究生招

图 1 中国开设城乡规划专业高校累计数量图（截至
2016 年底）

院校数量 /个

1950 年代 1980 年代 1998 年 2000 年 2011 年 2016 年

院校类别 全国总数
设置城乡规划本科专

业的院校数量 /个

比例 /

％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 公办普通本
科高校

(985 高校 ) 39 23 59
(211 高校 ) 116 50 42
小计 741 174 23

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79 17 9
合计 820 191 23

独立学院 311 36 12
总计 1　131 227 20

序号 类别名称 数量 /个 占比 /％

01 综合大学 81 36 
02 理工院校 89 39
03 农业院校 14 6
04 林业院校 6 3
06 师范院校 17 7
08 财经院校 13 6
11 艺术院校 2 1
12 民族院校 5 2

合计 227 100

表 1 全国城乡规划本科专业高校统计 (截至 2016 年底 )

表 2 全国城乡规划本科专业高校类别统
计 (截至 2016 年底 )

从规划本科专业办学高校类别看，
综合性大学 81 所，占 36％；理工院校
89 所，占 39％；其他农业、林业、师
范、财经、艺术和民族院校合计 57 所，
占 25％；综合性大学及理工院校占主导
( 表 2)。

从规划本科专业办学高校地区分
布数量看，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和
四川 5 个省超过 10 所，浙江、福建、
安徽、广东和云南 5 个省达到 10 所，
办学高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中部
地区 ( 表 3，图 2)。

     

1.2硕士、博士专业教育格局基本

形成

城乡规划的硕士、博士培养在 2011
年前一直是在建筑学一级学科下的城市
规划与设计二级学科目录下进行招生与

培养，2011 年 3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学科目录 (2011 年 )》，(0833) 城乡规
划学才成为110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之一，
同时亦可授予 (0853) 城市规划专业硕士
学位，即规划硕士培养分为学术型与专
业型，博士仍是学术型。2012 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全国第一批
城乡规划学博士授权点学校 13 个 ( 含
浙江大学，2015 年被浙大自行撤消 )，
其后增补了沈阳建筑大学，2017 年又增
补了北京工业大学规划博士授权点，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 14 所城乡规划学
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高校、42 所城乡规
划学学术型硕士授权点高校及机构 (41
所高校 + 中规院 )，25 所城市规划专业
硕士授权点高校(表4)。具有学术型硕士、
专业硕士、博士授权点的高校分别占规

250

200

150

100

50

0
2 6

30
40

180

227



212018 年第 10 期    第 34 卷

生约 100 人，城乡规划人才培养的规模
在全球无与伦比。早在2001年，由北美、
欧洲、亚洲与大洋洲 4 个地区性规划院
校联合会共同发起举办的、以“21 世纪
的城市规划：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首
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它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及其教育发展得
到世界性认同，在其后 10 余年全球规
划教育徘徊不前的情况下，中国反而经
历了井喷式的办学规模扩张，可谓一枝
独秀。

2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规划教育

演变路径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
推进国家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一直是国
家政策的目标指向，在当时中国工业经
济弱、城镇化水平极低的背景下，为
“做大蛋糕”，发展经济，大力推进工
业化及城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城市
规划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践过程中，
大致经历了 1980 ～ 1990 年代的物质形
态规划—2000 年代的综合战略型规划—
2010 年代的资源管理型规划的嬗变，
相应的规划教育基础及内容也不断发展
及转变。

2.1物质形态规划与建筑基础的规划

教育探索与实践

(1) 1980 ～ 1990 年代以经济发展
为中心的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积贫积弱，迫
切需要发展国民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
1980 年代改革重点在农村，以推进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旨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1990 年代，
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以国企改革为中
心，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
格局。尤以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方讲
话为标志，带来了第二次改革高潮。这
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直接结果是

图 2 全国城乡规划本科专业高校地区分布示意图 (截至 2016 年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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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市 学校数量 /个 序号 省市 学校数量 /个

01 北京市 9 17 河南省 21
02 天津市 3 18 湖北省 17
03 河北省 9 19 湖南省 14
04 山西省 4 20 广东省 10
05 内蒙古自治区 4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4
06 辽宁省 6 22 海南省 2
07 吉林省 4 23 重庆市 4
08 黑龙江省 6 24 四川省 14
09 上海市 2 25 贵州省 7
10 江苏省 12 26 云南省 10
11 浙江省 10 27 西藏自治区 1
12 安徽省 10 28 陕西省 7
13 福建省 10 29 甘肃省 5
14 江西省 8 30 青海省 2
15 山东省 9 31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   

单位名称 博士点 专硕点 省市名称 单位名称 博士点 专硕点 省市名称

清华大学 ■ ■ 北京市 北京建筑大学 ■ 北京市
同济大学 ■ ■ 上海市 南京大学 ■ 江苏省
东南大学 ■ ■ 江苏省 南京工业大学 ■ 江苏省
天津大学 ■ ■ 天津市 苏州科技大学 ■ 江苏省
重庆大学 ■ ■ 重庆市 山东建筑大学 ■ 山东省
华南理工大学 ■ ■ 广东省 中南大学 ■ 湖南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 ■ 陕西省 深圳大学 ■ 广东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黑龙江省 西南交通大学 ■ 四川省
华中科技大学 ■ ■ 湖北省 昆明理工大学 ■ 云南省
大连理工大学 ■ ■ 辽宁省 浙江大学 ■ 浙江省
湖南大学 ■ ■ 湖南省 西北大学 ■ 陕西省
武汉大学 ■ ■ 湖北省
沈阳建筑大学 ■ ■ 辽宁省
北京工业大学 ■ ■ 北京市

表 3 全国城乡规划本科专业高校地区分布统计 (截至 2016 年底 )

表 4 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及城市规划专业硕士授权点高校 (截至 201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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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粗放
式的增长模式导致大、中、小城镇的大
规模增长，这种增长亟需物质蓝图来指
导。

(2) 1980 年代建筑基础的规划教育
形成背景。

在 1970 年代末期，同济大学、原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 现重庆大学 )、原
武汉建材学院 ( 规划专业现合并至华中
科技大学 ) 等少数院校率先恢复成立了
城市规划专业，1980 年代的城市规划
专业院校大多是依托原有工科建筑专业
基础，以建筑及工程技术教育为主导。

这种教育培养模式形成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①社会实践需求。1980 年
代城市规划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城市总
体规划与城市详细规划。大量的城市总
体规划需编制，而规划人才匮乏，许多
省市将总体规划成果要求简化为“六图
一书”或“七图一书”，甚少有城市研
究内容；城市详细规划更是以建筑群体
空间组合设计为主，建筑及工程技术教
育培养的人才是适应这种社会需求的。
②学科认知局限。最早传播到中国的城
市规划理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
规划模式及西方物质形态规划理论。从
19 世纪的乌托邦式规划构想、E. 霍华德
的田园城市、E.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
L.柯布西埃的光明城市到功能主义的“雅
典宪章”，这些早期有重大影响的规划
思想及理论，都是致力于寻找一种理想
的城市结构模型，具有物质环境决定论
思想，关注焦点是城市物理空间的组织
与建构，规划方法虽然也遵循 P. 格迪
斯的“调查—分析—规划”线性规划过
程，但更多是立足于经验，即预感规划
(Hunch Planning)，缺乏科学的分析方
法和客观的判断标准。在这种知识及认
知背景下，美学、建筑、工程技术设计
训练的规划教育遂成为主导。③办学院
校基础。1980 年代最早开展规划专业
办学的院校全是工科背景的建筑院校，
师资队伍大多来源于原有建筑学，教师

序号     学校 本科合格有效期 硕士合格有效期 首次通过或评估时间

1 清华大学 — 2016.6 ～ 2022.5 1998.6
2 东南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1998.6
3 同济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1998.6
4 重庆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1998.6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1998.6
6 天津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2000.6
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8.5 ～ 2024.5 2018.5 ～ 2024.5 2000.6
8 华中科技大学 2012.5 ～ 2018.5 2012.5 ～ 2018.5 本科 2000.6/ 硕士 2006.6
9 南京大学 2014.5 ～ 2020.5 2014.5 ～ 2020.5 2002.7
10 华南理工大学 2014.5 ～ 2020.5 2014.5 ～ 2020.5 2002.6
11 山东建筑大学 2014.5 ～ 2020.5 2014.5 ～ 2020.5 本科 2004.6/ 硕士 2012.5
12 西南交通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本科 2006.6/ 硕士 2014.5
13 浙江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2.5 本科 2006.6/ 硕士 2012.5
14 武汉大学 2018.5 ～ 2024.5 2018.5 ～ 2024.5 2008.5
15 湖南大学 2018.5 ～ 2024.5 2018.5 ～ 2024.5 本科 2008.5/ 硕士 2012.5
16 苏州科技大学 2018.5 ～ 2024.5 2018.5 ～ 2024.5 本科 2008.5/ 硕士 2014.5
17 沈阳建筑大学 2018.5 ～ 2024.5 2018.5 ～ 2024.5 本科 2008.5/ 硕士 2012.5
18 安徽建筑大学 2016.6 ～ 2022.5 2016.6 ～ 2020.5 本科 2008.5/ 硕士 2016.6
19 昆明理工大学 2016.6 ～ 2020.5 2016.6 ～ 2020.5 本科 2008.5/ 硕士 2012.5
20 中山大学 2017.6 ～ 2021.5 　　　— 2009.5
21 南京工业大学 2017.6 ～ 2023.5 2017.6 ～ 2021.5 本科 2009.5/ 硕士 2013.5
22 中南大学 2017.6 ～ 2021.5 2017.6 ～ 2021.5 本科 2009.5/ 硕士 2013.5
23 深圳大学 2017.6 ～ 2023.5 2017.6 ～ 2021.5 本科 2009.5/ 硕士 2013.5
24 西北大学 2017.6 ～ 2023.5 2017.6 ～ 2021.5 2009.5
25 大连理工大学 2014.5 ～ 2020.5 2018.5 ～ 2022.5 本科 2010.5/ 硕士 2014.5
26 浙江工业大学 2018.5 ～ 2024.5 　　　— 2010.5
27 北京建筑大学 2015.5 ～ 2019.5 2017.6 ～ 2021.5 本科 2011.5/ 硕士 2013.5
28 广州大学 2015.5 ～ 2019.5 　　　— 2011.5
29 北京大学 2015.5 ～ 2021.5 　　　— 2011.5
30 福建工程学院 2016.6 ～ 2020.5 　　　— 2012.5
31 福州大学 2017.6 ～ 2021.5 　　　— 2013.5
32 湖南城市学院 2017.6 ～ 2021.5 　　　— 2013.5
33 北京工业大学 2018.5 ～ 2022.5 2018.5 ～ 2022.5 2014.5
34 吉林建筑大学 2018.5 ～ 2022.5 　　　— 2014.5
35 华侨大学 2018.5 ～ 2022.5 2018.5 ～ 2022.5 本科 2014.5/ 硕士 2018.5
36 云南大学 2018.5 ～ 2022.5 　　　— 2014.5
37 青岛理工大学 2015.5 ～ 2019.5 　　　— 2015.5
38 广东工业大学 2015.5 ～ 2019.5 　　　— 2015.5
39 四川大学 2015.5 ～ 2019.5 　　　— 2015.5
40 天津城建大学 2015.5 ～ 2019.5 　　　— 2015.5
41 长安大学 2015.5 ～ 2019.5 　　　— 2015.5
42 郑州大学 2015.5 ～ 2019.5 　　　— 2015.5
43 江西师范大学 2016.6 ～ 2020.5 　　　— 2016.6
44 西南民族大学 2016.6 ～ 2020.5 　　　— 2016.6
45 厦门大学 2017.6 ～ 2021.5 　　　— 2017.6
46 合肥工业大学 2017.6 ～ 2021.5 　　　— 2017.6
47 河南城建学院 2018.6 ～ 2022.5 　　　— 2018.5

表 5 全国通过城乡规划专业评估的院校名单 (截至 2018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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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背景是建构在建筑学及工程技术
基础上，教学内容也偏重于城市物质空
间布局的基础原理及规划编制专业技能
训练。

(3) 1990年代规划教育转型及改革。
1990 年代城市规划专业办学迅速

扩展到 30 余所，综合性大学、农林师
范等专业院校开始开办城市规划专业，
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加入办学队伍，拓展
了规划学科的认知范畴。国内初步形成
了 3 类规划专业办学方向：①以“区域
与城市规划”为主导方向，主要是综合
性大学的地理类院系，如北京大学、南
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充分利用其人文、
地理学科优势，培养具有较强经济社会
分析能力、偏重于国土与区域规划的专
门人才；②以“城市综合规划”为主导
方向，如同济大学及原重庆建筑工程学
院，强调工程技术与社会经济知识兼容
并蓄，培养宽口径基础上以工程技术见
长的规划专业人才；③以“城市形体规
划”( 城市设计 ) 为主导方向，如清华
大学和东南大学，依托其建筑学科优势，
培养具有较强空间形体设计能力的规划
专门人才。

1990 年代规划教育转型及改革主
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是学科认知上的拓展。1960
年代后西方城市规划向区域规划、政治
政策及经济领域拓展，以及 1980 年代
后西方的环境觉醒及可持续思想的传
播，对我国规划教育产生影响，规划不
再是物质形态规划的同义词，规划教育
开始向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
地理学、城市环境及生态学领域拓展，
“城市分析及城市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城市空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意义逐步
被认知。

其二是城市规划实践的推动。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带动中国第二轮
改革高潮，大量的开发区建设带动了城
市规模扩张，在实践领域“目标愿景型”
的终极蓝图式规划模式仍大行其道，这

种扩张式蓝图式规划的需求，在刺激了
规划市场、间接推动了城市规划专业办
学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制约了规划内涵
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在“规划为国民经
济发展服务”的旗帜下，适应城市规模
扩张需求的蓝图式规划的主导地位，间
接影响了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
尽管 1990 年代规划专业教育内容开始向
社会经济、环境生态有了拓展，但城市
物质规划的技能训练仍占主导，即在总
体上规划教育仍没有脱离其建筑 / 工程
技术基础。

2.2综合战略型规划与城市科学基础

的规划教育探索与实践

(1) 2000 年代“和谐社会”目标下
的国家发展思路转变。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发展思路及背
景有很大的转变，并深刻地影响到规划
学科的认知及规划教育。

一是对前 20 年改革发展路径的反
思和修正，尤其是 1990 年代改革所造
成的中国社会阶层显著分化、贫困差距
扩大，引发的中国改革方向之争。国家
开始对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改革思路进
行部分纠正，提出“科学发展观”及“和
谐社会”的思想，其核心是发展要兼顾
效率与公平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外资
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外向型经济
发展模式确立，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城
镇化转向以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为主导，
大量乡村人口进城务工，大城市发展的
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凸显，“城市是一个
复杂的巨系统”这一认知获得广泛认同。
这些都昭示着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城市规
划不能单纯注重经济绩效的保障，囿于
技术工具的角色，而应以明确的社会目
标为导引，发挥城市规划对城市全面协
调发展的综合促进作用。

(2) 广度及深度普遍加大的综合战
略型规划实践。

以 2000 年广州市城市发展战略规
划为标记，开启了新世纪系统宏大的综
合战略型规划的新篇章，城市规划需要
诊断城市发展问题，综合研究城市发展
目标与定位、城市发展战略与路径，城
市发展动力与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策略，
以及城市综合交通、减灾防灾、文化传
承、特色环境塑造等广泛问题，规划被
赋予战略研究、发展策划、空间规划等
多种角色与要求，发挥综合协调经济、
社会、生态环境及空间发展的职能作用。
这种社会实践要求，对规划师提出了跨
学科知识结构及更高的综合技能要求。

(3) 学科内涵拓展及城市科学基础
的规划教育。

在学科认知上，随着国际传播加大，
西方各种规划理论流派，如倡导规划
(Advocacy Planning)、新马克思主义
城市分析 (Neo-Marxism)、规划实施理

评估档次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A+ 10003 清华大学
10247 同济大学

A- 10056 天津大学
102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286 东南大学

B+ 10284 南京大学
10487 华中科技大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10611 重庆大学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B 10141 大连理工大学
10153 沈阳建筑大学
10332 苏州科技大学
10486 武汉大学
10532 湖南大学

B- 10016 北京建筑大学
10430 山东建筑大学
10590 深圳大学
10710 长安大学
10878 安徽建筑大学

表 6 城乡规划学第四轮学科评估 A 类及
B类学科高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

注：① 本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共 
13 所，本次参评 13 所；还有部分具有“硕士授权”的高
校参加评估；参评高校共计 51 所。② 评估档次相同的学
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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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Implementation Theory)、进步式
规划 (Progressive Planning)、后现代主
义规划 (Postmodern Planning)、渐进
主义规划 (Incremental Planning)、实
用主义规划 (Pramatism Planning)、交
往型规划 (Communication Planning)
及合作型规划 (Collaborative Planning)
等理论被引入国内，规划作为一种政治
过程 (Political Process) 被逐步认知，规
划的社会政治属性开始显现，国际可持
续发展理论及思想也对全社会产生重大
影响。规划学界开始意识到需要一个更
为多元的知识和理论来认知快速变迁的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城市规
划已从传统的物质形态规划走向综合战
略型规划。因此，到 2000 年代，规划
学科认知构架已基本形成，即现代城市
规划学科已不局限于物质空间规划，而
是从建筑 / 工程领域向经济 / 社会、环
境 / 管理拓展，学科基础已从建筑学走
向城市科学。

随着规划学科的演进，规划教育也
愈趋综合化，规划教育的内容既包括物
质形态层面的规划设计及方法，又包括
社会形态层面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如
果说 1990 年代规划教育的焦点仍是物
质形态规划，城市经济、社会、地理、
生态和环境等知识教学开始进入规划
“相关知识”的教学范畴，那么到 2000
年代建筑基础明显弱化，部分学校甚至
尝试将“建筑初步”教学改为“规划初步”
教学，而城市科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框架
基本确立。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设
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与空间协同发
展的更高要求，为这种规划实践及规划
教育改革提供了目标导向。

2.3资源管理型规划与多学科融合的

规划教育探索与实践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与城市发展模式转型。

从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中国
创造了世界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以大

规模的工业化及城市粗放式外延扩张为
特征的增长主义，在 2010 年代之初就
已经难以为继，表现为经济减速、土地
资源紧缺、工业化对城镇化驱动力减弱，
城市病加重。从新常态到“四个全面”，
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
立，国家发展目标思路的转变必然要求
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开创生态文明新时
代、开拓城市文化新境界、构建空间治
理新秩序、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及建设
美丽宜居新家园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目
标任务。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城
市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

(2) 资源管理型规划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从 2013 年 11 月中央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
制”、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对城市规划提出“要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重视生态安全、划定开发边界、传
承历史文化”等一系列要求，到 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 年 )》提出“以人为本、生态文明、
优化布局、文化传承、四化同步”要求，
再到 2015 年 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
出城市工作“五个统筹”要求可以看出，
国家层面将城乡规划管理作为国家治理
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
应对国家发展的新形势及新要求，城乡
规划也在向 4 个方面转变：①从价值取
向上，突出以人为本；②在发展方式上，
突出内生型增长；③在规划内容上，突
出空间政策；④在规划管理上，突出过
程控制。国家先后开展了 9 个省区省域
空间规划试点，中央四部委组织的全国
28 个市县“多规合一”试点，以及住建
部组织的14个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
到 2018 年，国家自然资源部成立，负
责“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
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至此尘埃落定，城乡规划作为国家空间
规划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国家

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空间规划以用途
管理为主要手段，以空间治理及空间结
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将成为国家空间发
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各
类保护及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经济高速
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瓶颈及日益突出的人
口、资源、环境问题，必然会引发规划
的变化，即由终极目标的蓝图式规划、
宏大愿景的综合战略规划转向资源管理
型规划，规划重点将转向资源保护、合
理利用、优化配置。如何重构国家空间
治理体系，合理建构空间规划内容框架，
将成为现阶段规划实践的主要任务。

(3) 空间核心及多学科融贯的规划
教育探索。

早在 1986 年，梁鹤年先生就提出
“中国规划不能走西方‘城市研究’的
歪路，也不能走中国黑箱式 (Block Box)
设计的老路” 。吴志强院士也认为学科
核心理论应坚守空间化特征，脱离了城
市空间的城市规划无法成为一种职业，
城市规划学科也难以立足 [1]。在走向资
源管理型规划变革的背景下，在坚守规
划空间属性的基础上，规划教育也在向
相关学科知识领域拓展，如关注经济要
素空间配置的空间经济学、社会利益格
局重构的空间社会学、生态环境保护的
空间生态学、资源配置及组织效率的空
间管理学、操作层面规划公共权力合理
运用的政治学及公共行政知识，注重正
当程序及实体正义的法学。换言之，资
源管理型规划教育正在走向“空间规划
设计 +”，包括“+ 经济”“+ 社会”“+
环境”“+ 生态”“+ 管理”“+ 公共
政策”等。

2013 年，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
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持制订的《城乡
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提出城乡
规划专业涉及的相关学科专业包括工学
( 建筑、风景园林、交通运输工程、土
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 )、理学 ( 生
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统计学、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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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统科学 )、管理学 ( 管理科学
与工程、公共管理 )、艺术学 ( 设计学、
美术学 )，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
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门类。而其专业
知识由工具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
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构成。其中，专业
知识体系由城市与区域发展、城乡规划
理论与方法、城乡空间规划、城乡专项
规划及城乡规划实施组成。现在看来，
这个专业规范基本反映了资源管理型规
划教育的“空间规划设计+”的培养趋势，
但在政治、政策与管理价值观教育方面
仍有不足。

3结论与展望

(1) 中国规划教育发展高度契合国
家发展战略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国家工业化及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
征对规划教育的渐进式发展有重大影
响。以建筑 / 工程为主体的“功能主义”
规划教育有效地满足了前 20 年经济发
展主导的扩张性城市增长要求；2000
年代作为城市科学基础的规划教育也高
度响应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目标下
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及空间协调发展的要
求；2010 年代后规划教育的多学科拓
展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城市发展趋
势也是吻合的。“规划教育要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规划
办学的核心思路，可以说，中国 40 年
规划教育很好地适应了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要求。

(2) 中国规划教育发展具有鲜明的
实践需求导向。

规划教育中的知识体系从建筑 / 工
程向社会/经济、政策/管理的路径拓展，
既有国际规划理论、规划教育经验的传
播及促进作用，又有中国改革开放各阶
段城市发展目标及战略需求的驱动。从
物质形态规划向综合战略型规划，再向
资源管理型规划演变的历程看，改革开

放 40 年中国规划教育始终坚持物质空
间规划技能训练这个核心，始终强调人
居环境规划设计操作性专业技能训练，
一方面使我国避免了 1960 年代西方规
划理论社科化后规划作用反而下降的弊
端，另一方面也是我国长期“建设规划”
的实践需要。

(3) 国家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将推动
规划教育新一轮改革。

随着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及空间
规划体系重构，城乡规划实践将改变、
适应，形成新的规划编制体系及管控模
式，注重生态本底控制的资源管理型规
划将推动规划教育的新一轮发展。

由知识、技能及价值观三大板块构
成的规划教育，规划知识中除规划理论、
原理和编制等核心知识领域外，专业知
识拓展的重点是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和
政策管理领域；规划技能教育将更多向
遥感、GIS 和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领域
延伸，并加重方法论教育；价值观教育
的缺失将逐步改变，社会公平、正义及
职业道德、责任感的教育将加强，体现
更强的“执业性”。以规划理论课程为
主线，建立多维的知识结构，以规划课
程设计为重点，加强学生不同层次专业
技能的训练，结合工程实践，组织专业
教学是中国规划教育的显著特色。

弗里德曼认为规划是“从知识到行
动”[2]，即规划是将各种知识综合运用
于城市发展规划实践中。应该说，我国
规划教育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划教
育体现了更强的实践导向，规划教育的
重点是“规划”，而不是“城市研究”
及“城市分析”。未来中国的规划教育
理念仍将保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
与国际规划教育接轨；面向未来，注重
学生创新思维及创造力、洞察力的培养；
面向社会，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及城镇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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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下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固旧”与“维新”
—兼论改革开放 40 年乡村发展制度解读 

□　张　杰

[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乡村文化遗产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保护乡村文化遗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同，但在振兴的热潮中也暴露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固旧”与“维新”的问题。文章基于 40 年乡村发展制度的梳理，揭示引
发“固旧”与“维新”的根源：40 年乡村发展一系列制度间的博弈滋生了不平衡性及其乡村保护规划引发的“人”与空间割裂，
导致乡村遗产保护、乡村振兴等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利益的背离。对此，文章提出了保护规划修补之策，即探寻基于区域视角
的分析方式、建构在地资源的地方经济、回归遗产保护的规划本质、多方磨合探寻最大公约数的技术路径，以此实现乡村文
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双赢。
[关键词] 固旧；维新；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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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and Reformation of Protection Methods of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Zhang Jie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rural tour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recogniz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owever, the problems of maintenance 
and reformation of protection methods also emerge along with the upsurge of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four decades of rural 
system and indicates the origin of the problem: existing systems have resulted in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and segreg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per proposes protection planning 
repair measures: finding a method of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reality, building local economy with local resources, returning to the 
planning essenc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to find a technical path with maximum common factor. In this 
way a win-win situa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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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固旧”与“维新”

近几年来，随着一系列诸如“美丽乡村”“全域
旅游”“田园综合体”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
文化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乡村遗产是构筑“乡愁”
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旅游、发展振兴项目的重
要载体之一，因此保护遗产成为了社会各界的共识。
例如，2014 ～ 2018 年，福建省财政厅累计补助资金
3.31 亿元，重点选取 60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改
善提升。通过支持，涌现出邵武和平、永泰嵩口、连
城培田、福安廉村和尤溪桂峰等保护遗产较为突出的
镇村 [1]。

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热潮中，一些乡村文化遗
产保护却陷入了困境中：①乡村遗产多辟为博物馆或

展示馆等，其保护与展示方法遵规守矩，均符合相关
规定，但其遗产价值显现度、利用率不高，难以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作用。②文化遗产难以解困乡村普遍存
在的“人口锐减，空心化突出，整个乡村萧条、衰败”
等问题。③在“特色旅游家园”“康养驿站”“生态
农业乡村”等乡村发展中，乡村文化遗产急速嬗变，
遗产文化被外来文化吞噬，如“祠堂文化”被篡改为

“休闲温泉文化”、“书院文化”被“酒吧文化”替代、 
“宫庙文化”被改造为“养生文化”等。④乡村保护
类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修缮，但重保护轻使用的现象突
出；同时，村民翻建、自建造成的破坏性建设频频发
生，乡村传统风貌蚕食严重，大量非保护类建筑 ( 如
传统建筑)得不到保护、破败不堪。⑤村落空间、功能、
文化的不均衡发展难以满足游客、居民日益增长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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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３个
发展阶段。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化遗产
保护制度进入了法制化与制度完善的阶
段。其中，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
孝燮及故宫博物院单士元等专家向相关
部门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
1981 年 12 月，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
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
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1982
年 2 月国务院转批了这一请示，公布北
京等 24 座城市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同年 11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文
物保护法》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定
定位，这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制度正式启动。关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
的制度散见于《城乡规划法》《文物法》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之中，专门的制度则起始于 2008
年国务院令第 524 号《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随后出台了《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
办法》等，由此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有了
制度的保障，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
编制也有了制度依据。

2.2 改革开放 40 年乡村发展制度

演变的解读

2.2.1人口博弈的制度基石

基于 40 年乡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
演变，可以得出：上述制度，特别是城
镇化制度、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制度都是
围绕着人口的争夺展开的，而目前乡村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困难重重也是因乡

质与精神文化的需求；传统文化屈从于
经济利益的追逐、文化凋零突出，传统
技艺难以传承，文化自信亟待加强。

面对上述乡村振兴中文化遗产保护
出现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一些乡村遗
产必须固守常规，即采用传统的冰冻式
保护方式保护文化遗产，由此诸如博物
馆、展览馆等展示方式也是保护的必然
选择；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乡村文化遗
产必须“维新”，诸如上述“祠堂文化”
改为“休闲温泉文化”“书院文化”改
为“酒吧文化”等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
文化的创意。对上述观点如何认识？乡
村文化遗产是固守常规，还是维新变革？
从乡村 40 年的制度发展，如何解读上
述“固旧”与“维新”？乡村文化遗产
保护之道在何方？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2“固旧”与“维新”的制度解读

2.1乡村发展相关制度的40年钩沉

2.1.1城镇化制度的演变

众所周知，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
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
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城镇
化进程中人口的核心来源于乡村，乡村
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基石。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制度都极
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如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劳动激励机制，
释放出了大量闲置在乡村的剩余劳动
力，促使了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并由此
触发了人口户籍制度的调整①。随着我
国城镇化制度的逐步完善②，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17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
人口为 81　347 万，比上年末增加 2　049
万；城镇化率为 58.52％，比上年末提
高了 1.17 个百分点 [2]。大城市、特大
城市由此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大城市
数量与规模增长明显，有力地推动了国
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
繁荣。然而，与之对应的是乡村人居空
间的“萎缩、稀释”与“低效或蔓延扩
张”的同构，引发了乡村因人口的锐减
而发展乏力等问题。2013 ～ 2017 年，
全国农村人口减少 6　853 万，每年减少
1　371 万 ( 图 1)[3]。
2.1.2乡村发展制度的演变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乡村保持着乡
土的特性，生活于乡村的人们离不开泥
土，依靠着乡土维持着生计。乡村承载
着全国人口 50％以上的生计③，因此各
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乡村的发展、建设与
稳定。改革开放 40 年来，乡村发展制
度建设逐步完善，从纯粹的生产制度走
向产业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与乡
村管理制度等多领域、多层次协同作用
的制度体系，由此乡村也经历了农业技
术现代化、科教兴国、拆村并点与新农
村建设等，使得广大乡村走向现代化乡
村，乡村面貌有了质的提升，同时也为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
境与相应的政策支持 ( 表 1，图 2)。
2.1.3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演变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经
历了初创时期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法制化起步
阶段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初 ) 与制度

图 1 中国历史人均 GDP 变化示意图
资 料 来 源： 安 格 斯· 麦 迪 逊 数 据 库，http://www.ggdc.net/
maddison/maddison-project/data.htm。

图 2 改革开放 40 年来乡村制度演变与乡村秩序结构示意图 图 3 制度博弈下人口争夺情况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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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解读

1981 年 11 月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
经济建设的方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为新农村建设铺
开了新的篇章

1985 年 1 月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
济的十项政策》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 30 年来农副产品统购
派购的制度；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1993 年 11 月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 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1994 ～ 1995 年 中央农村会议 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社
会的稳定；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1997 年 1 月 中央农村会议 加快科教兴农步伐，积极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
术 ；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增强农业和农村的经济活力

1998 年 12 月 中央农村会议 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
移；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改善农村金融服
务

2001 年 1 月 中央农村会议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
2002 年 1 月 中央农村会议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

业整体素质和效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03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提出“五个统筹”，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

了首要位置
2005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命题，积极推

进城乡统筹发展
2005 ～ 2008 年 中央农村会议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13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提出美丽乡村概念，提出具体要求，要推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推动农地制度由土地所有权和承包
经营权“两权并行分置”向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三权并行分置”发展

2014 年 1 月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
干意见》

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
效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健全城乡发
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善乡村治理机制

2014 年 5 月 《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指导意见》

到 2020 年，全国农村居民住房、饮水和出行等
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干净、
整洁、便捷，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

2015 年 6 月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提出村庄发展的基本框架
2015 年 11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改

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
村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

加快村庄规划的编制进度，到 2020 年，实现农
房建设都有规划管理，行政村有基本的村庄整治
安排，具备条件的编制更全面的村庄规划。暂时
没有条件村村编制规划的，可以乡、镇域或更大
片区为单位编制规划，依法批准后，作为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的依据

2016 年 1 月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
广的休闲旅游项目，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
点、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

表 1 改革开放 40 年来乡村建设制度梳理

度间的平衡丧失。
2.2.2遗忘的民众参与

基于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 40 年梳
理，历史文化名村的制度不同于历史文
化名城，是源于现时代城乡双重矛盾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遗产制度。名村的申
报“须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组
织有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审查
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批准公布”[4]。其申报、评审和公布过
程滞留于城乡主管部门及领导层面，而
与乡村有着切身利益的广大民众被文化
遗产制度遗忘在角落中，使得村民对乡
村遗产价值缺乏足够的认知，保护积极

村人口的锐减，即因人口的不足，导致
乡村产业发展的停滞、乡村文化的衰落
与社会空间的衰败，致使人们的关注点
不在文化遗产上，同时因人的要素使得
文化遗产难以保护、没人利用，从某种
意义上说，3 种制度的演变是“人”的
博弈。而在制度属性的比较中，文化遗
产制度属于三者中的弱者，文化遗产制
度的演变听从于城镇化制度、乡村建设
制度的发展轨迹。所以，在城镇化制度
与乡村建设制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
乡村文化遗产必然出现所谓的“维新”，
即随着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与特色小
镇建设等制度的兴起，乡村文化遗产以
“大发展”“热潮”式的路径去演变，
其外在的形式就是为了迎合诸如“特色
小镇”“美丽乡村”建设而抛弃乡村遗
产本质，实现诸如“休闲温泉文化”“酒
吧文化”“养生文化”等所谓的“文化
创意产业”( 图 3)。

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方面
乡村人口锐减，乡村社会发生质变，乡
土性随着村民谋生方式的转变而逐步丢
失，乡村活力沦丧；另一方面城市发展
矛盾逐步显现，诸如城市交通问题、房
价问题与雾霾问题等。上述两方面因素
的作用，促使乡村建设制度悄然变异。
乡村振兴成为现时代解决城市问题的钥
匙，也成为了当下乡土社会发展的主题。
但在谋求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
村振兴的主题处于“因乡村与城市双向
问题的凸显”而被动式进行制度演变的
境地。因此，在乡村振兴下乡村面临的
是有选择性的发展，即区位条件等相对
较好的乡村得到了发展，而对于那些条
件较差的乡村，其文化遗产保护必然因
“固旧”而难以发展，再加上人口因素
的作用，由此加速“固旧”，泛活力的、
单一的保护模式使得乡村文化遗产进一
步衰败、萧条。

综上所述，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固
旧”与“维新”的根源在于 40 年乡村
发展一系列制度之间的博弈，即博弈下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弱势，使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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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参与性不足，或者走向反面，即所
谓的种种“维新”式的冒进破坏乡村遗
产，而这一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的遗忘，
错失教育引导村民的机会。

另外，在缺乏村民参与机制的背景
下，名村保护最直接的责任者落在了地
方政府肩上，政府必须为保护乡村的公
共历史和村民的共同记忆而开展各项工

作，这些工作面大、量多，基层工作非
常艰辛，由此在单一的保护群体下，地
方政府对待乡村文化遗产“往往是给个
牌子，给 2　000 元钱，完事”[5]，这无
形是“固旧”的典范，加剧了乡村遗产
保护的困难。
2.2.3残缺的管理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的名城保护制度源

自于文物保护，因此 2008 年的《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依旧延续
这一路径。针对乡村而言，其落脚点更
多的是在于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而
对于乡村的发展问题、传统建筑的保护
问题与人口问题等关切村落发展的内容
却因制度本身的残缺而抛弃在外。另外，
在管理制度上，更多的是针对诸如“乡
村厕所革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
等社会发展需求而“应急性”地制定管
理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时效性较强、针
对性突出，但不具备行政法规的法定约
束力，尤其在相关上位法授权缺失的情
形下这一问题会更为严重。因此，乡村
40年的发展，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
名村保护规划的调控实效性在上述两方
面制度的缺失下被削弱了，名村保护为
乡村经济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等重大项
目建设让路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
于名村保护的法制不健全、在文物保护
法规中缺少具体操作性条文，加之乡村
各界群体保护观念不一致，整体保护意
识淡薄，由此“固旧”模式与“维新”
的矛盾必然重现，即冰冻式保护乡村遗
产与冒进的嬗变模式共存。
2.2.4物质空间规划的范式

对于名村保护规划而言，价值评估
是揭示乡村特征的依据，也是文化遗产
保护的基石。而其评估机制源于文物古
迹的价值评估。但是乡村拥有自身的乡
土性，这一特性来源于地域本身，是在
一定的时间向量作用下，乡民不断探索
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难登大雅之堂”，
更多的是一份自然而然的、适应了地理
生态环境与乡民自身需求的产物，是
人、空间、技艺与生产、生活等不断融
合、碰撞的结果，因此乡村街巷、民居、
手工艺、曲目等的物质与非物质空间难
以用上述评价机制去评价其艺术性的高
低、科学性的多寡等，由此使得乡村诸
多能够体现乡土文化的历史遗存难以纳
入保护的体系之中，乡村的特色难以探
寻，这也是前文论及的“祠堂文化”被

续表 1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解读

2016 年 2 月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
建设的若干意见》

加快培育中小型城市和特色小城镇；辐射带动新
农村建设；推动小城镇发展与服务三农相结合

2016 年 3 月 《“十三五”规划纲要》 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
性整体贫困

2016 年 12 月 《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
见》

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
业物联网与信息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旅游休闲
农业发展

2016 年 12 月 《关于支持乡下人员创业
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意见》

重点发展规模种养业等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民族风情旅游、传统手工艺、
文化创意、养生养老、中央厨房、农村绿化美化、
农村物业管理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其他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2017 年 2 月 《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
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
见》

到 2020 年，主体多元、充满活力的投融资体制
基本形成，市场运作、专业高效的建管机制逐步
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一体化水平明显提
高，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2017 年 2 月 《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

稳定粮食生产，推进结构调整，推进绿色发展，
推进创新驱动，推进农村改革，把促进农民增收
作为核心目标，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创新体
制机制

2017 年 3 月 《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
能力建设的意见》

到 2020 年，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服务
内容更加丰富，服务方式更加便捷，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基本形成职能科学、运转有序、保障有
力、服务高效、人民满意的乡镇政府服务管理体
制机制

2017 年 8 月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基本形成服务结构合理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进
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支
撑作用，打造要素集聚、主体多元、机制高效、
体系完整的农业农村新业态

2017 年 10 月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把农业绿色发展摆在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突出位
置，到 2020 年，严守 18.65 亿亩耕地红线

2018 年 1 月 《关于印发首批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创建名
单的通知》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同意 148 个单位创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

2018 年 1 月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

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
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
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全面实现

2018 年 3 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

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
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
遍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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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与“维新”之困，剖析其根源在于：
40 年乡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间博弈滋生
的不平衡性及其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人”与空间的割裂，导致了遗产保护、
乡村振兴等一系列的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利益的背离。因此，解困之道在于乡村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修补。

3.1探寻基于区域视角的分析方式

首先，乡村是城乡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系统中的个体，同时遗产
保护涉及地域文化、民生改善和人居环
境等重大课题，因此必须将乡村遗产保
护纳入城乡发展战略决策的地位统筹考
量，纳入乡村振兴、城乡文化发展的宏
观政策中。为此，乡村保护规划应基于
区域的视角，分析城乡关系、产业关联、
资源配置、空间结构及其文化特性等，
特别是乡村产业，有别于城市，要以乡
村自然条件和物产为依托，切实根据乡
村劳动力与人口构成情况，科学确定产
业发展，要梳理并分析农耕等第一产业、
旅游业对村落的影响，着眼于长远，剖
析利弊。

其次，乡村有别于城市，乡村可以
不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与文化的交流
而独立存在，乡村具备自我循环运作的
生存机制，这源自于乡村自组织系统的
封闭与简单，所以应充分认识并尊重乡
村自组织的特性，应引导而非强制其发
展，特别是产业的引入，应尊重乡村自
身发展的规律，尊重并利用原有产业，
提高原有产业的附加值 [7] ( 图 4)。

3.2构建在地资源的地方经济

目前，乡村人口锐减的根源在于：
在“城”与“乡”的发展中，乡村难以
满足村民物质与文化的需求。因此，破
解的钥匙在于：建立赖以生存的地方经
济。只有村民在乡村可以获得经济来源
与就业机会，才能留得住乡民、吸引他
们返乡。为此，首先要充分挖掘地方的
资源特色、文化遗产价值、人文精神，
利用在地自然生态资源、乡村特色空间

篡改为“休闲温泉文化”等“维新”风
靡的制度根源。

目前，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不断
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
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
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而进一步分析，乡村发展 40 年历程，
特别是在振兴的趋势下，乡村文化遗产
价值评估又因难以用现有机制加以评估
而缺乏评估，由此出现了“谁规划编制，
谁按照规划意图随意确定评估标准，甚
至抛弃评估”的现象，并被经济利益所
裹挟而直接进入规划设计层面。历经
千百年遗存的乡村，是因为村民需要而
呈现其价值，但乡村 40 年发展，特别
是在现时代“振兴”的号角下，嬗变为“只
有当乡村有价值时，我们才需要她”，
由此乡村 40 年的发展，使得发展乡村
的目的扭曲，其中最担忧的是“40 年的
乡村发展给予了村民物质上的富足，但
抛弃了乡土文化的自信”。

名村保护规划是保护乡村遗产的专
业规定，规划试图以空间规划的形式来
留存物质遗产要素，以此维系其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 [6]。这是城市规划制
度下的乡村规划范式，但这一范式忽视
了乡村是“熟人”社会的物化，乡民行
为的约束不是靠“契约”和“国家权力”，
而是靠千百年来磨合而成的由宗族、血
缘、地缘、神缘所铸就的行为规范与信
任，因此乡村保护、乡村建设与振兴等
都需要乡民的支撑，但范式的空间规划
在“人”的关注缺失下，希望通过空间
来维系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只能是
一厢情愿。据此，改革开放 40 年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最大的缺失是未

能将“人”的要素纳入空间发展之中，
未能规范“人”与土地、财产、空间的
使用，未能考虑乡村人口早已流失殆尽，
更未能前瞻性地制定出协调影响空间发
展的政策与活动，由此使得乡村遗产保
护、乡村振兴等一系列规划与可持续发
展利益相背离。

进一步反思，乡村振兴是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7]。但是，在现实的乡村振兴中，
其路径往往是以外部政策、市场力量与
文化生态注入的方式来强制、猝发乡村
的发展，在这种外部力量强制性的推动
下，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只能是依
靠所谓的“全域旅游”，发展民宿、农
家乐与休闲养生等方式来反馈、活化
“遗产”，而这一切往往违背了乡村自
身的发展规律，即农耕文明支撑下的乡
村土地生活、生产的自然模式，违背了
遗产保护的初衷与本质。因此，反思 40
年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的路
径，一系列违背发展规律的、快速粗放
型的模式往往造成了乡村淳朴乡土性的
丢失，而其更深层次的忧患在于：乡村
文化遗产的“维新”路径营造了虚化乡
村的繁荣，使得国人错失乡土伊甸园的
最后可能。

3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修补

之策

40 年的乡村发展，带来了乡村村
民的富足，但也引发了一系列诸如乡村
人口锐减、乡土文化自信的缺失、乡村
空间难以维系等乡村遗产保护的“固

图 4 基于区域视角的分析方式示意图 图 5 在地资源的地方经济建构设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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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遗产空间等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如旅
游业、民俗、绿色蔬菜和文化产业等。
其次，扩宽传统农业、渔业、林业和旅
游业的发展空间，创新产业发展思路和
产品，减少外部资本和物质输入，而增
加向外部的产品输出。同时，努力将文
化遗产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以文化产
业来推动乡村的发展与遗产的保护。再
次，分析人与土地、房屋之间的关联性
及人口规模与构成的变化等，探究劳动
力资源现状与潜力，为地方经济的发展
提供人力与资源保障。最后，挖掘乡村
传统技艺与工匠，掌握第一手资料，避
免闭门造车与自我臆断，为探寻乡村产
业发展提供服务 ( 图 5)。

3.3回归保护遗产的规划本质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源于城市
规划的范式思维路径，强调统筹与空间
安排。在这一思维路径下，“描绘美丽
的乡村蓝图”成为规划师的技术担当，
也造就了理性主义语境下乡村发展的未
来。同时，在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一系列
政策、外部市场力量的诱惑下，促使乡
村的未来脱离乡村原有的基础，呈现绝
对的理想主义，甚至带着种种地方政府
管理群体、规划设计师们的乌托邦色彩，
这是引发前文“维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乡村保护规划需要强调遗产
保护的根本性，这是规划的本质。现有
保护规划中的种种弊端，就是保护本源
的丢失，即热潮下过度重视“经济发展” 
“全域旅游”的主观价值，抛弃了保护
遗产的第一要旨，忽视了乡村及其所在
区域自身的发展逻辑，忽视了社会价值。
所以，保护规划必须强调保护遗产。

其次，总结乡村 40 年的发展及其
发展中编制的一系列规划，其多是源自
于经济的发展，将乡村的经济利益放于
首位，而抛弃了乡村规划的本质，即村
民的需求，这是滋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村民的需求包含了物质空间需求、社会
文化需求与经济发展需求等众多方面。
因此，乡村的规划必须正视村民，应通

过各种资源的安排、空间的配置及制度
的制定等来满足村民的需求，而在此过
程中，乡村发展不排斥乡村旅游、乡村
文化创意与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但乡村
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而绝非乡
村旅游、乡村文化创意等，这是乡村 40
年发展必须深刻总结的要旨，也是解困
乡村遗产保护的“固旧”与“维新”的
钥匙。

   

3.4多方磨合探寻最大公约数的技术

路径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一个综
合的决策过程，一个运用多种制度、政
策与技术手段，通过复杂的多元博弈与
行政程序，实现多元目标的社会过程，
是不断选择、优化、逐步向更优发展的
过程，因此乡村保护规划是综合解决遗
产保护、产业发展、社会发展与环境发
展等诸多层面利益冲突的参与式决策过
程，应超越蓝图式规划，其规划不仅是
技术可行，还应政治正确和经济可持续。
其中，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等是自上而
下的制度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体现政
治远见、诠释管理目标的对象，因此乡
村遗产保护规划应具有政治性，而这一
切需要规划去磨合，即乡村遗产保护与
乡村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并将此转化
为社会契约的法治权威，政策规定的制
度权威和中国梦的政治权威，所以应寻
找最大公约数，这是乡村保护规划及其
他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逻辑。

4结语

乡村 40 年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
乡村的繁荣与村民的富足，一大批乡村
遗产由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乡村环境
有了质的提升。但在发展中也暴露了遗
产保护的“固旧”与“维新”的问题，
对此需要反思，即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源
在于：40 年乡村发展一系列制度间的博
弈滋生了不平衡性及其乡村保护规划引
发的“人”与空间割裂，导致了乡村遗

产保护、乡村振兴等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利益的背离。对此，进一步提出了保护
规划修补之策，即探寻基于区域视角的
分析方式、建构在地资源的地方经济、
回归遗产保护的规划本质、多方磨合探
寻最大公约数的技术路径，以此实现乡
村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双赢。

[注　释 ]

①如 1984 年国务院发布《允许农民进入小

城镇落户的决定》、1997 年的《关于小

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及

2014 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等。

②如“十九大”报告、2016年《国务院关于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

③国家统计局2017年 2月 28日公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年末全国大陆总

人口为138　27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

79　298万人，农村户籍人口为58　97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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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城乡规划和城市文化发展的

回顾与展望
□　庞春雨，刘晓书

[摘　要] 我国的城乡规划发展进程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逐步恢复、发展和壮大的，文化与城乡规划之间的内在联系源于
城市本身的文化属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城市依靠文化的力量来探索发展之路。文章基于对文化与城乡规划关系的分析，
提出以文化促生长的城乡规划新发展策略及以“文化 + 科技”引领城乡规划新思维的规划途径，有助于解决新时期城市发展
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 改革开放；城乡规划；文化；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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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格式] 庞春雨，刘晓书．改革开放 40 年城乡规划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J]．规划师，2018(10)：32-37．

Review and Prospect of Forty Years of Urban-rural Planning/Pang Chunyu, Liu Xiaoshu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urban planning is in accordance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Urban planning is essentially 
connected with culture in that city is cultural and its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cul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urban planning, proposes that “culture and science” lead urban planning thought will help solve urban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ning-up, Urban-rural planning, Culture, Growth

0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城乡规划发展迅速，
从改革初期东部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规划建设，到
如今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高速发展，我国城乡规划的研
究理念和政策体制经历了恢复—重建—转型的过程。
在这四十年里，城乡规划行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研究体系、法律和法
规，指导着城市各项建设。我国城镇化率从 1978 年
的 17.9％提高到了 2017 年的 58.5％ [1]。在城市飞速
发展的同时，文化一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著名的
美国文学专家 Krobo 和 Clark Hung 认为“一个群体
的文化是指这个群体所处的社会遗传结构和这些社会
遗传结构的总和。由于这一群体的特定历史生活和特
征，它已具有社会意义”[2]。如果从广义上将这一“群
体”理解为城市，那么可以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
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总和，而城市的

各个领域又因为文化而获得新的社会意义和活力。本
文认为，文化是城市生长的动力，其可以通过城乡规
划来主导城市的生长。

1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规划和城市文化的发展

历程与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城乡规划事业的发展具有
三个特点：① 1978 ～ 1990 年的城乡规划是城市发
展的蓝图，侧重于发展，导致了城市文化的游离。
② 1991 ～ 2008 年的城乡规划主要任务是协调安排
城市各类土地和空间资源，全面部署各项建设，实现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该时期城市规划的转型需
要融合城市文化。③ 2008 年以后的城乡规划主要任
务是凝聚城市精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该时期城乡规划的发展需要城市文化，文化
促进城市的生长。

[作者简介] 庞春雨，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
刘晓书，高级规划师，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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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规划的恢复与文化的游离

(1978～1990年)

1.1.1以发展为前提的城市规划使城市

文化游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迅
猛，城市规划工作全面恢复，规模也逐
步扩大。同时，我国城市规划以“市场
化”和“法制化”为目标，建立了与国
家建设体系相关的城市规划研究体系，
指导着国家的城市建设。随着改革开放
政策的实施，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及文
化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既丰富了规
划师的视野，又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
建设注入了新的思路。这一时期，我国
大部分城市都开始了城市总体规划的编
制工作。例如，深圳在 1980 年编制了
《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其所确
定的城市发展模式与西班牙工程师阿尔
图罗·索里亚伊·马塔 (Autoro.Soriay.
Mata) 所提出的“带形城市”模式相似，
而这种多中心组团群式的规划模式也可
以看作是对有机疏散理论的体现。而上
海、大连这类具有殖民背景的城市，在
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规划设计上 ( 如城
市总体规划的道路网布局、城市景观风
貌的建设以及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居住区
的规划实践 ) 都能找到西方城市建设的
痕迹。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范围内的城市
建设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生产生活空间
的构建为主，并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各
类项目建设。以 1986 年深圳城市总体
规划、1986 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上海
中心城区总体规划、上海中心城区主要
公共建筑规划为例，其将城市用地划分
为 4 个模块 ( 图 1 ～图４)。如表 1 所示，
基础设施模块所占比例最大，生活和生
产模块所占比例相同，文化模块所占比
例最小。这一时期，文化设施的建设是
城市文化发展的主要体现，以发展为前
提的城市规划使城市文化游离 ( 图５)，
城市文化未能参与到城市整体的发展中。

综上可知，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规

图 1 1986 版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图

划并没有将城市文化作为一个发展能动
因素加入到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城市的
文化、特色在快速的城市建设中逐渐消
失。综观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城市建
设缺乏创新，大多是相互模仿，城市趋
同现象已经产生。
1.1.2文化意识的觉醒加快城市规划

的恢复

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城市
规划也迎来了一个复苏和发展的时期 [3]。
一方面，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推动改
革开放更加深入，对城市规划的研究提
出了更高的需求，城镇体系规划、分区
规划和开发区规划陆续编制。处于改革
开放前沿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利用对
特定区域的辐射作用，成为城市规划改
革的“排头兵”，这类地区为改革开放
初期的城市文化建设创造了新局面。另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城市
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不仅推动

国家和城市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还在
客观上促进了人们文化意识的觉醒，人
们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出了诉求。

我国最早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的城市大多曾是历朝历代的都城 ( 如
西安、南京 )，或者是依靠风景名胜引
领城市发展的城市 ( 如苏州、昆明 )。
当时的城市规划正是通过规范的设计手
法、恰当的保护方式和合理的法律约束，
对历史文化名城中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
建筑、区域加以建设。以南京古城墙为
例，南京古城墙的保护规划在编制时，
规划人员提出应协调古城墙周边的新建
建筑与历史建筑之间的风格，合理布置
建筑功能，并划定了保护范围线和建设
控制范围线。同时，南京在 1979 年就
成立了南京中华门管理所 ( 南京城墙保
护管理中心 )，主要负责古城墙的保护、
维修和管理工作。从这一时期的城市建
设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文化、

工业用地 I
工业用地 II
港口码头
仓库用地
市政用地
生活居住用地 I
生活居住用地 II
生活居住用地 III
大专科研用地
公共建筑用地
公共绿地
体育用地
城市绿地

公共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市政设施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
仓储用地
特殊用地
城市绿化用地

图 例

图 例

图 3 1986 版上海中心城区总体
规划图

图 4 1986 版上海中心城区主要公
共建筑规划图

图 例

公共活动中心
行政经济中心
文化科技中心
医疗卫生中心
高校和科研中心
旅馆

荔枝树
红树林保护区
旅游用地
铁路用地
高速公路
联查站
水面
道路交通
远期发展备用地
宝安县城
隧道
鱼塘

图 2 1986 版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图

图 例

居住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特殊用地
城市绿化用地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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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都与文化相关 )。这一时期的城市
规划开始了解城市的各种功能，发掘城
市的创新空间和转型方向 [5]。

上海的经济转型是从城市的长期内
生动力和短期经济拉力两方面寻求突破
口的，其将促进城市转型、培育文化空
间和关注文化包容三方面作为这一时期
城市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将加快文化建
设、促进各种文化要素集聚、优化文化
产业空间布局与加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
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从文化繁荣、文化产业培育、文化设施
建设和物质文化遗存复兴等方面促进城
市转型。
1.2.2城市规划转型与城市文化的融合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规划与国家发
展进程高度契合，随着经济体制等外部
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服从并服务于国家
建设的需要，兼有战略性与技术性的特
点 [6]。此时的城市规划更加关注城市的
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文化融合和物质

空间建设 ( 图 6)。
20 世纪末上海在“退二进三，优

化布局”的战略引领下，关停中心城内
的工业企业，并将其搬迁至郊区。改造
后，城市中心区大约有近 750 万平方米
的工业用地用于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发
现，该时期的城市规划已经将城市更新
与经济运营完美结合，在规划设计上不
再一味地追求保护和利用，而是重视经
济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多元融合。城市有
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城市的发展密不
可分，城市规划只有在文化层面不断创
新，以发掘城市特色为发展目标，将城
市文化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渗透到城
市的各个层面，增加城市的竞争力，才
能更有效地推动城市的发展。

整体而言，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空间
的地区，在城市规划的作用下，通过小
范围渐进式的更新带动了城市部分区域
的微生长，使城市中原来单一的、混乱
的、失去活力的空间重新获得能量。

有意识地去保护文化，但是对文化遗产
只是单一的保护、修缮。

吴良镛先生在 1985 年提出“将中
国的城市文化事业纳入城市规划体系，
文化商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除了研究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外，城市还需要制定文化事业发展的战
略规划”[4]。然而，当时我国许多城市
都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不仅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过程，还是文化发展的过程。

1.2城市规划的转型与文化的融合

(1991～2008年)

1.2.1以加快经济发展为诉求的城市

规划需要文化载体的力量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规划进入转
型期。在对外全面开放与对内加快改革
阶段，城市规划是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
深化的途径之一。随着历史文化保护工
作的深入，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历史文
化名镇 / 名村保护规划逐步发展 ( 这些

图 6 融合期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示意图

图 5 游离期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示意图

图 7 生长期城乡规划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示意图

城市   生活模块   生产模块    文化模块   基础设施模块

    深圳 生活居住用地 I
生活居住用地 II
生活居住用地 III

工业用地 I
工业用地 II
仓储用地

公共建筑用地
大专科研用地

市政用地
道路用地
铁路
港口
码头
隧道

上海 一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市政设施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

表 1 1986 版深圳、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用地构成情况

文化

城市
文化

公共
建筑

文化设
施建设

城市
建设

城市规划城市

新的保护方式

新的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文化产业规划

文化

城市新活力

城市新方向

城市规划城市

历史文化空间

新兴文化空间

城市 城乡规划

新的城市概念

文化城市 空间再造

生态城市 社会行为

智慧城市 产业打造

创意城市 特色塑造

健康城市 文旅发展

……

新的规划重心

文化

城市生长力

城市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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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城乡规划的发展与文化的生长

(2008年以后)

1.3.1文化的生长使城乡规划高品质

发展

2011 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市文
化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新亮
点 [7]；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提出“关注人文城市建
设”；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
出“规划应协调改革、科技和文化，实
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表明城乡规划
和城市文化已进入双向改革的新时代。
这一系列国家政策的颁布表明，文化在
城乡规划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隐到显，
从游离到融合再到生长的过程，显示了
城乡规划由重视发展的“增长型规划”
向共享发展的“存量型规划”的转变。

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化贯穿了城
乡规划发展的全过程，其在改革开放初
期仅作为参与城市建设的一部分，现在
则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世
界遗产城市、山水城市、数字城市和创
意城市等多种评估城市的理念大量涌
现，它们都是把文化作为城市的一种重
要资源和功能对城市进行统计评估。例
如，平遥古城、西湖云栖小镇和富阳硅
谷小镇在空间再造、产业打造、特色塑
造及文旅发展等方面的创新，给新时期
的城市发展提供了生长力。可以说，
文化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生长力和创新
力，文化的生长促进城乡规划高品质的
发展，使城市更具有核心竞争力。
1.3.2城市文化的生长需要城乡规划

的支撑

城市自诞生以来，一直是某一地理
区域中各种形态和文化特征的集合 [8]。
文化和城乡规划都是有机的，它们共同
参与了同一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建设，毫
无疑问，将它们分开是不可能的 [9]。城
市文化需要借助城乡规划才能得以体
现，城乡规划的发展需要城市文化的支

持。其实，不论是城市文化空间的再造，
还是历史文化城市的建设，甚至是特色
小城镇建设，都可以在保留着城市文化
的空间中，进行空间的设计、尺度的分
割，充分利用城市的文化资源，通过创
意的转化、科技的提升和市场的运营，
提供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及产
业形态。城乡规划则需要在城市的肌理
风貌、文化导引、特色地段的建设和旅
游功能等方面指明科学、合理的发展方
向 ( 图 7)。

以深圳为例，深圳从 40 年前的小
渔村发展到如今的国际大都市，走出了
“深圳之路”。“深圳之路”的内涵不
仅包括“深圳速度”，还包括方向准、
水平高、潜力大的“深圳质量”[10]。近
年来，深圳通过“文化强市”的发展战略，
已经在“产业升级、文化创新”的城市
转型之路上找到了适合深圳发展的新模
式，并以其特有的发展形态成为全国城
市建设的典范。作为改革开放后才发展
起来的城市，深圳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历
史文化型城市是不同的。深圳在发展伊
始就是走产业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上主
要依赖外资与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一直
是深圳城市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随着
产业的转型，高新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
逐渐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深
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提出
“特色文化产业成为继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物流业、现代金融业之后的第四大
支柱产业，加快提升以创新和活力为核
心的城市主旨文化，形成具有鲜明现代
化和国际化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深
圳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它的文化是多
元包容的，也是最容易生长的。深圳通
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生长，既促进了深
圳文化的发展，又推动了城市的转型，
其发展经验为具有创新力和生长力的城
市提供了借鉴。

面对新时期城市的转型，城乡规划
应当回归理性，应当运用文化的思维去
思考新时期城市发展的问题，使城乡规

划兼具法制性与建设弹性。

2新时期的城乡发展与城市文化的

规划应对

2.1文化与城乡规划互动关系的新

认识

芒福德强调“城市不只是建筑物
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
文化的归极”[11]。城市的魅力和生命力
在于其是地域文化与时代历史内涵的结
合。城市在不同时期所体现出的文化不
尽相同，城乡规划面临的任务也不尽相
同。从改革开放初期城市文化发展只注
重公共设施、公共建筑的建设到 21 世
纪初文化城市的出现，从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特色小
镇的发展，城乡规划一直都在与文化互
动发展。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40 年如火如荼
的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后，随着国家经
济进入新常态，城乡规划与文化的互动
关系应回归理性，应更加注重融合发展，
探索文化促进城乡规划发展的策略，用
文化提升城乡发展品质，营建良好的城
乡人居环境。因此，可以说文化与城乡
规划的互动作用是：当城市在经济发展
或者建设中遇到瓶颈时，通过文化与城
乡规划的互动生长来振兴经济或者为城
市的发展寻求一个新的方向。但是这种
互动关系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与城乡规
划的互动发展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
而是在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城
乡规划的手段去思考如何利用城市文化
来体现城市的发展。

2.2以文化促生长的城乡规划新发展

2.2.1历史文化空间的利用

城乡规划作为“保护”与“建设”
之间的桥梁，将城市文化意象的特征融
入到城镇历史脉络结构中，扩大了空间
意象的信息源，增强了城市文化的保护
基础。除此之外，城乡规划还对历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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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城市新兴文化空间时，可对
其进行分层或分类：①城市中的公园、
广场和场馆这类新兴的文化空间不仅是
人们休闲的场所，还可以作为旅游景点，
在建设时，一方面可以体现这类场所的
文化内涵，进而体现城市文化风貌，另
一方面可以借助这类场所举办各类文化
活动来增加城市文化的活跃度。例如，
北京奥体公园、上海世博园这类新兴文
化空间通过各种营销创意设计、活动策
划和赛事举办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
并且与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城市
规划馆等文化设施建筑一起形成了城市
文化展示的集聚区，这类地区不但是城
市文化记忆的留存地，而且是宣传城市
文化的场所。②城市中的滨水地区具有
开阔的水面、美丽的景色，是人们休闲
度假的首选之地。例如，“哈尔滨之夏”
音乐会、“印象·西湖”山水实景演出
等都是依靠城市滨水地区的建设来凸显
城市文化内涵。它们除了在文化设施的
建设、文化氛围的营造上下功夫，还重
点关注空间尺度的设计及文化媒体的推
广。这类新兴文化空间不仅发挥了基本
的使用功能，还保留了原始文化底蕴，
推动了城市文化空间良性生长。③城市
中的主题乐园的兴建其实也是传统乐园
与文化产业的创新结合后形成的新型城
市文化游憩空间。例如，上海的迪士尼、
广州的长隆和深圳的欢乐谷这类集结了

镇结构、公共空间体系和建筑语言特征
进行了研究，并在法规层面形成了保护
的法定框架与发展思路。一方面，城乡
规划将空间内不符合空间整体风貌的生
活形态和建筑功能布局等消极因素进行
再生，剔除不协调因素，通过回顾历史
文化空间发展过程，对历史上发生过的
重大事件、历史时段进行挖掘和场景恢
复，将消极空间转化为积极空间，还原
相对真实的历史景象。另一方面，城乡
规划将空间内的色彩、生活元素和尺度
通过对比、遴选、设计的规划方法进行
改造，借鉴历史元素，使历史文化空间
内的相关元素在城乡规划的作用下适度
生长。乌镇的规划是近年来城乡规划在
历史文化空间利用方面成果较为突出的
实例，其开发与利用模式非常值得借鉴，
特别是在历史传统空间特征的保护与公
共空间的复合及商业空间的营造方面。
规划将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作为发展方
向，并且划分了 4 个不同等级的保护区
域。规划结合乌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设计
了独特的空间结构，不仅保留着我国传
统的城乡规划布局模式，还以水系代替
街道将每个街区联系起来 ( 图 8)。

城市文化资源是城市的血与肉，
一旦被破坏，将导致无法挽回的遗憾。
城乡规划不但要保护城市发展的生命根
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要呵护城
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改革开放 40 年

来历史文化空间的发展经验看，城乡规
划在建设特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
名城、传统古村落和古镇这类文化遗产
类型的历史文化空间时，运用了专业化
的规划语言和理性化的规划思维促进历
史文化空间的生长。特别是近年来在文
化城市、“多规合一”、旅游规划的导
向下，历史文化空间经历了“建设型”—
“优化型”—“综合型”的转变，兼具
文化、策划、规划和建设等功能，既没
有丢失传统的城市文化，又得到了重新
利用、重新发展，有利于实现城乡规划
新发展。
2.2.2新兴文化空间的构建

文化是城市的情感、性格和魅力，
展现着城市的形象与格调。城市由自然
资源、文化资源、开放空间、建筑群落、
交通路线、人文景观和标志性建筑物等
组成。这些元素在进行排列组合后，所
体现出的风土人情、城市面貌不尽相同，
成就了不同的城市文化魅力。例如，城
市中的公园、广场、各类文化设施场馆、
滨水开放空间和文化产业区这些新兴文
化空间的建设，并非是单一地体现城市
文化，它们还是城市竞争力、吸引力的
关键所在。通过建设城市中的新兴文化
空间来凸显城市特色，对于提升城市一
定区域内的识别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可
为缓解城市趋同、意象空间相似等城市
发展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文化发展   城乡规划      关联点    需求

文化会展服务 文化设施用地 直接介入 特定人群、特
定需求

文化娱乐服务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娱乐康体
用地

直接、间接介入 部分人群、阶
段需求

现代旅游服务 体育用地、文化
设施用地、娱乐
康体用地

直接介入、间接介
入

部分人群、阶
段需求

现代城市商业综合管理
服务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工业用地

直接介入 部分人群、全
体需求

表 2 城市新兴文化发展与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 (2018)》绘制。图 8 乌镇街区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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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现代旅
游服务、新型生活服务、互联网与现代
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综合管理服务的新
商业空间的出现，有力地带动了城市空
间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人们在文化需求方面对城市
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同样值得关注。
当前，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我国
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面临转型，人们
对精神文化的追求逐步由“感受型”向
“享受型”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最显著的体现就是新兴文化发展与需求
之间的对应关系 ( 表 2)。

文化发展与需求所具备的特征形
式，确定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方向与
构成对象。一方面，新兴城市文化空间
与城市文化发展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
的，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对城市文化发
展的作用程度也不同；另一方面，文化
发展与城乡规划的具体用地布局之间的
关联点在于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如上
海田子坊、北京 798 都是自发形成文化
创意空间之后，城乡规划才间接参与其
中的，而上海的泰晤士小镇则是在开始
就由城乡规划直接参与建设而形成的城
市文化空间。

2.3“文化+科技”引领城乡规划的

新思维

国家促进文化大发展的“决定”再
次强调了城市文化的重要性，城市文化
的内容丰富多样，体现方式也多种多样。
新时期，城乡规划需要运用“文化 +”
的新思维去解决新问题，让“文化 +”
生长出的新思维、新理念和新策略来助
力城市生长。

“文化 +”是以文化作为主体或核
心要素的交叉融合，代表了一种新的文
化经济形式，即发挥文化作用，将文化
创新和创新成果深入融入经济社会各个
领域，形成以文化为内生动力的新发展
模式。由于“文化+”是跨行业的整合，“文
化 + 科技”以文化作为城乡规划领域的

主体，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引领城乡规
划向多元、融合、公平的方向协调发展，
不断地推动城乡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
互联网、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加快了城市
发展的步伐，以数字化、智能化、新能
源为代表的科技力量促进了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城乡规划的
思维方式。在数字化时代，城乡规划应
突破惯性思维，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
运用数据及智能化手段搭建城市文化资
源分析、评估体系，建立城市数字化文
化评价网络。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科
学分析城市文化资源在城市发展中所起
到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合理应
对城乡规划中的文化命题、文化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及文化如何促进城市产业
发展等核心问题。

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同
样需要“文化+科技”的城乡规划新思维。
例如，通过整合历史文化与科技领域的
优势资源，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
研究与展示提供具有国际性、前瞻性的
理论支撑和应用途径，推动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通过科技的途径促进历史
文化资源新生，包括智慧文化建筑的构
建，如智慧博物馆、智慧城市规划展馆
的建设中使用了 AI 技术助力艺术创作。

3结语

从我国城乡规划改革开放 40 年的
发展成就看，城市文化在城乡规划领域
的发展成就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突破
了保护与传承之间的约束，二是解决了
利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使文化成为推
动城市生长与城乡规划发展的策略之
一。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城乡规划
还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始终都是由改革
开放推动的，改革开放与城乡规划和城
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决
定性关系。应看到城市文化与城乡规划
相互作用产生的效应在改革开放总体进
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即始终走在改革开

放的最前端，作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
手段之一的城乡规划，不仅成为国家促
进宏观调控、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生
活质量和管理城市建设的主要依据，还
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使城市文化成
为城市发展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战略。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过程中，城乡规划始
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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